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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类人智能机器人(Humanoid Intelligent Robots, HIR)不仅带给人类情感体验, 而且正在重塑人机关系信任。

本文试图从独特代理假说视角探究组织关系情境中的新型人机关系信任的形成与影响。1 个定性访谈研究和 3 个

定量研究发现, 组织关系情境中的新型人机关系信任可以分为 HIR 情感修缮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两个维度。

自我修缮和友情修缮两种人机协作类型更能显著激发 HIR 情感修缮信任; 智力辅助和体力辅助两种人机协作类型

更能显著激发 HIR 功能辅助信任。相比 HIR 功能辅助信任, HIR 情感修缮信任更有利于提升组织温暖感知, 进而

更有效促进员工工作贡献意愿; 反之, 相比 HIR 情感修缮信任, HIR 功能辅助信任更有利于提升组织能力感知, 进

而更有效促进员工工作贡献意愿。最后, 将 HIR 代理需求导向作为情境变量引入研究, 验证了其在人机关系信任

与组织温暖−能力感知之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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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 人工智能对职业

场景、组织形态和工作方式的重塑产生了深刻影响

(Kellogg et al., 2020)。组织关系中的社交恐惧(侯娟 

等 , 2021) 、 职 业 焦 虑 ( 谢 宝 国 , 龙 立 荣 , 2008; 

Przybylski et al., 2013)、工作倦怠(谢敏 等, 2022)

也愈发普遍, 进而削弱了员工工作贡献意愿。工作

贡献意愿源于 van Scotter 和 Motowidlo (1996)的研

究, 指员工通过自律性与内驱性行为支持组织目标

的心理倾向。例如, 倾向在工作中投入额外的时间

精力, 发挥主观能动性, 坚持完成困难任务(Grant, 

2008; van Scotter & Motowidlo, 1996)。Molina 等

(2014)认为工作贡献意愿反映了员工与组织之间的

交换关系, 即员工通过贡献换取所需的组织资源。

积极的员工工作贡献意愿有利于提升工作绩效(Tisu 

et al., 2020)、忠诚度(Memon et al., 2018)以及员工

对组织的承诺(Obschonka et al., 2023)。因此如何激

发员工工作贡献意愿, 历来是组织行为学关注的焦

点问题(韦慧民, 龙立荣, 2009), 而在人机融合发展

的组织关系情境中更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领域。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加速了机器人在人类组

织中的嵌入进程(Lu et al., 2019)。HIR 作为一种新

兴的机器人形态, 由于拥有人类外貌、心智感知和

社交功能等特性(Brengman et al., 2021), 正在悄然

融入人类组织(Tang et al., 2023), 如 HIR 代理对员

工进行心理辅导咨询、自动化工作辅助等, 并影响

着员工职业态度(Gati & Kulcsar, 2021)。比如有研

究表明, 人机协作有助于员工提升工作热情、生产

力(Kong et al., 2023), 并具有更积极的工作状态

(Tang et al., 2023)。然而, 也有研究表明组织引进

HIR 代理可能会造成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职场物

化(许丽颖 等, 2024; Yam et al., 2023)、孤独感(Tang 

et al., 2023)和离职倾向(Li et al., 2019)。对此, 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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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出人工智能技术能否成功融入到组织关系中

取 决 于 员 工 对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的 信 任 (Chowdhury 

et al., 2022; Glikson & Woolley, 2020)。这表明组织

如何引导人机协作以激发人机关系信任, 对重塑员

工工作贡献意愿至关重要。综上, 本研究将着重探

讨以下问题: 在新型组织关系情境中的人机关系信

任维度是什么? 不同类型的人机协作能否激发人

机关系信任? 以及人机关系信任如何重塑员工工

作贡献意愿? 其边界条件是什么? 

1.1  人机关系信任的维度与形成 

人机关系信任通常指在不确定或脆弱感知情

境下, 人类对机器人代理帮助其实现目标的积极态

度(王晨 等, 2024; de Visser et al., 2016)。独特代理

假说(Unique Agent Hypothesis)认为, 人−人信任和

人−机信任本质上是不同的(de Visser et al., 2016; 

Hoff & Bashir, 2015)。例如, 在表现形态上, 与人−

人之间的双向信任不同, 人−机信任是单向的(Hoff 

& Bashir, 2015); 在建构基础上, 人−人之间的信任

主要基于互动关系形成, 人−机信任主要基于算法

和数据形成(何贵兵 等, 2022); 在信任感知上, 尽

管人−人和人−机信任均涉及能力、善意和诚信三个

维度, 但由于人类更强的社会属性, 使得两者在这

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即便提高机器人的拟人

化程度, 也不能完全消除这些差异(Alarcon et al., 

2023)。这也表明人机关系信任可能比以往认为的

更为复杂和特殊。 

进一步, 不同学者基于协作情境对人机关系信

任的分类并不完全相同。例如, Lewis 等(2018)将人

−机协作分为基于绩效的协作(人类如何影响/控制

机器人执行任务)和基于社交的协作(机器人行为如

何影响人类情感)。前者引发 HIR 认知信任, 即对

机器人能力等理性属性的依赖意愿; 后者促进 HIR

情感信任, 即依赖机器人带来的安全舒适感(Chien 

et al., 2024)。这种信任分类也适用于智能推荐代理

(Komiak & Benbasat, 2006)。最近, 唐小飞等(2021)

将人机关系分为社会存在价值(自我、亲情和友情)

替代和社会功能价值(智力和体力)替代, 并探讨其

对信任的影响。上述研究为人机协作和信任的分类

提供了广泛框架。基于此, 本文在新型组织关系情

境下提出自我修缮、友情修缮、智力辅助和体力辅

助 4 类人机协作, 有可能激发 HIR 情感修缮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 

研究表明, 员工常常通过自我情感调节及社交互

动情绪调节, 以适应内外部情境的需要(Goldenberg 

et al., 2021), 但其作用有限。组织可引进 HIR 代理

协助员工完成自我修缮和友情修缮, 从而激发 HIR

情感修缮信任。具体而言, 自我修缮指 HIR 代理修

缮员工因低成就动机和自我效能感等个体内在心

理因素引发的情绪缺陷, 如自我怀疑或否定。友情

修缮则指 HIR 代理缓解员工因上下级或同事等外在

因素产生关系冲突, 进而导致的负面情绪, 如对上

级的不满和抱怨, 对同事的厌恶和冷漠(Lewis et al., 

2019)。上述研究为 HIR 情感修缮信任的概念形成

提供了支持。由此, HIR 情感修缮信任是 HIR 对员

工在组织中展现出的情感缺失和关系冲突进行修

缮或满足而带来的信任。类似地, HIR 代理可通过

智力辅助和体力辅助促进 HIR 功能辅助信任(陈明

生, 2019)。具体来说, 智力辅助指 HIR 代理提供计

算、分析等更具创造性的脑力支持 ; 体力辅助指

HIR 代理提供打印、收发快递、搬运等更具重复性

的体力支持。由此, HIR 功能辅助信任是组织依托

HIR 代理辅助员工完成功能性任务而形成的人机

关系信任。基于上述文献, 本文认为自我修缮和友

情修缮更显著地激发 HIR 情感修缮信任; 同理, 智

力辅助和体力辅助更显著地促进 HIR 功能辅助信

任。从而推测, 4 种人机协作类型对情感修缮信任和

功能辅助信任的激发强度存在显著差异。综上, 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组织关系情境下, HIR 情感修缮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是人机关系信任的两个不同维

度, 其中自我修缮和友情修缮激发的 HIR 情感修缮

信任均显著强于 HIR 功能辅助信任, 而智力辅助和

体力辅助激发的 HIR 功能辅助信任均显著强于 HIR

情感修缮信任。 

1.2  人机关系信任对员工工作贡献意愿的影响 

员工倾向将组织代理人所采取的行动视为组织

意图的表现(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HIR 代

理的 4 种人机协作活动, 也可能被员工视为组织意

图的体现。即为了表达对员工福祉的关心和利益保

护, 组织期望通过 HIR 代理向员工提供情感修缮支

持和功能辅助支持。根据组织支持理论, 虽然组织

给予帮助能使员工产生组织支持感, 但其强度取决

于员工对帮助行为的认同度(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比如, 研究发现, 引入 HIR 代理可能引发员

工的职业危机感, 加剧工作不安全感、工作倦怠和

不道德行为等消极影响(许丽颖 等, 2024; Yam et al., 

2023)。然而, 当员工意识到 HIR 代理能够为其提

供帮助时, 类似职业危机的风险感知会被削弱,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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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进对 HIR 的信任(唐小飞  等 , 2021; Omrani 

et al., 2022; Siau & Wang, 2018)。因此, 在组织关系

情境中 , 人机关系信任意味着员工认同组织通过

HIR 代理为其提供支持。逐渐地, HIR 不再只是工

具, 真正成为员工的同事, 甚至扮演管理者的角色

(何贵兵  等 , 2022; Chien et al., 2024; Wynne & 

Lyons, 2018)。 

组织中的人际信任能够激发信任方的积极情

绪、态度和行为, 如增强工作动机以及投入额外的

时间精力(贡喆 等, 2017; 李宁 等, 2006)。那么, 

组织中的人机关系信任也可能激发员工以积极饱

满的活力投入工作, 表现出更强的工作贡献意愿。

Bakker 等(2012)和胡巧婷等(2020)提出类似观点 , 

组织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工作资源(如人际互动和学

习机会), 能有效促进员工实现自我价值。为了回报

组织, 员工则表现出更高的工作贡献意愿。另一方

面, 信任 HIR 有利于员工更清晰地理解 HIR 对其工

作的影响, 以及双方的角色和任务。这极大减少对

未来预期的模糊性和负面认知, 从而提高与工作贡

献意愿相关的积极心理结果(Chowdhury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3)。总之, 人机关系信任有助于提升

员工工作贡献意愿(Chowdhury et al., 2023; Kong 

et al., 2023)。然而, 更关键的是, 亟需厘清 HIR 情

感修缮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作为人机关系信任

的两个不同维度, 究竟如何提升员工工作贡献意愿?  

组织支持理论认为, 员工倾向赋予组织人格化

特征(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在组织拟人化

的基础上, 源于人际和群际互动的温暖−能力感知

框架(Fiske et al., 2002)同样适用于对组织的综合评

价(Aaker et al., 2010)。当员工认为组织为其提供的

情感修缮和功能辅助支持是值得信任的, 就可能引

发对组织温暖−能力感知的积极评价(Fiske et al., 

2002; Yu et al., 2022)。即 HIR 情感修缮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能够提升员工的组织温暖感知和组

织能力感知。一方面, 组织温暖感知反映了组织在

满足个体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系需求中体现的友好、

乐于助人等意图(Fiske, 2018)。当员工相信组织能

通过 HIR 代理满足其社会联系方面的需求, 如提供

情感安慰(Gaudiello et al., 2016), 弥补情感缺失 , 

克服社交恐惧(侯娟 等, 2021), 员工会有更强的组

织温暖感知。同时 HIR 情感修缮信任意味着员工感

受到来自组织的关怀。一个能让员工感受到关怀的

组 织 往 往 也 具 有 更 高 的 温 暖 感 知 (Aaker et al., 

2010)。另一方面, 组织能力感知反映的是对组织实

现目标的程度与可能性的感知(Fiske, 2018)。当员

工相信组织能通过 HIR 代理提供功能辅助支持, 帮

助其实现工作目标, 例如辅助管理仓库、接待客户

(Willems et al., 2023), 员工更倾向评价组织是有能

力的。此外, HIR 代理提供算法等功能辅助支持(丁

晓东, 2020), 能提升员工的自我效能感与完成任务

时的自我评价(徐禕, 刘艺璇, 2021)。这有助于促进

更 高 效 的 人 机 协 作 实 现 组 织 目 标 (Harris-Watson 

et al., 2023), 从而增强员工对组织能力的认可。还

有研究证明, 提供人性关怀(vs. 注重绩效和效率)

的组织有更强的组织温暖感知; 相反, 注重绩效和

效率(vs. 提供人性关怀)的组织有更强的组织能力

感知(Aaker et al., 2010)。因此, 员工相信组织通过

HIR 代理提供情感修缮支持(vs.功能辅助支持), 带

来更强的组织温暖感知 ; 反之 , 组织能力感知更

强。综上,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 相比 HIR 功能辅助信任, HIR 情感修

缮信任能更明显提升员工的组织温暖感知;  

假设 2b: 相比 HIR 情感修缮信任, HIR 功能辅

助信任能更明显提升员工的组织能力感知。 

对组织的温暖−能力感知评价可以塑造个体在

组织中的情感和行为反应(Cuddy et al., 2011)。在社

会认知中, 温暖感知维度用于评估他人的意愿是积

极的还是消极的; 而能力感知维度用于评估他人根

据意愿采取行动的能力(Cuddy et al., 2007; Fiske 

et al., 2002; Yu et al., 2022)。由 HIR 功能辅助信任

(HIR 情感修缮信任)触发的组织温暖−能力感知评

价, 使员工意识到组织不仅有积极的意愿去提供帮

助 , 还有能力实现这些意愿。组织支持理论指出 , 

当组织以友好的方式支持帮助员工时, 员工也会以

互惠规范回报组织(Kurtessis et al., 2017; 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因此组织温暖−能力感知越强, 

就越能有效地促进员工产生积极的工作贡献意愿

回报组织。综上,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a: 相比 HIR 功能辅助信任, HIR 情感修

缮信任通过组织温暖感知而正向作用于员工工作

贡献意愿的效应更大;  

假设 3b: 相比 HIR 情感修缮信任, HIR 功能辅

助信任通过组织能力感知而正向作用于员工工作

贡献意愿的效应更大。 

1.3  HIR 代理需求导向的调节作用 

对 HIR 代理的评价不仅取决于 HIR 代理的特

性, 还取决于人类的需求和偏好, 并且不同的需求

和偏好会对 HIR 代理的信任与价值感知等结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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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同的影响(Blut & Wang, 2020)。人类的需求偏

好 可 分 为 互 动 需 求 导 向 和 任 务 需 求 导 向 (Köhler 

et al., 2011)。在特定的组织关系情境下 , 员工对

HIR 代理的互动需求导向是指员工与 HIR 代理交互

愿望的一般倾向(Dabholkar, 1996; Yoganathan et al., 

2021); 而任务需求导向则是指员工与 HIR 代理协

同实现任务目标的一般倾向 (Köhler et al., 2011; 

Shamim et al., 2023)。进一步有研究表明, HIR 互动

需求导向高的员工更注重 HIR 带来的社会存在价

值(Chandra et al., 2022)。尤其是缺乏社交联系特征

的员工, 如存在长期孤独、社会脱节、依恋焦虑等

个体, 更倾向 HIR 能够提供情感修缮支持弥补自身

的情感缺陷(Bartz et al., 2016)。如果 HIR 互动需求

导向高(vs. 低)的员工认为 HIR 代理提供的情感修

缮支持值得信任, 将会有更强的组织温暖感知。这

可能增强 HIR 情感修缮信任(vs. HIR 功能辅助信任)

对组织温暖感知的积极效应。同时, 依据任务技术

适配理论(Crolic et al., 2022), 由于员工对技术的认

知心理和认知行为不够契合, 互动需求导向可能会

削弱 HIR 功能辅助信任(vs. HIR 情感修缮信任)对

组织能力感知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 HIR 任务需

求导向高的员工更关注个体的胜任需要, 人工智能

对程序化、事务化工作的快速处理(Köhler et al., 

2011)。这类员工更倾向 HIR 能够提供功能辅助支

持, 从而更加专注于核心的工作任务并提升工作绩

效(Shamim et al., 2023)。如果 HIR 任务需求导向高

(vs. 低)的员工认为 HIR 代理提供的功能辅助支持

值得信任, 将会有更强的组织能力感知。这可能导

致 HIR 功能辅助信任(vs. HIR 情感修缮信任)对组

织能力感知的积极效应增强。但 HIR 代理任务需求

导向不能满足人际互动准则 , 一定程度上会削弱

HIR 情感修缮信任(vs. HIR 功能辅助信任)对组织温

暖感知的积极影响。综上,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 HIR 代理需求导向在人机关系信任与

组织温暖−能力感知之间起调节作用。 

假设 4a: 随着员工的 HIR 代理互动需求导向

增强, HIR 情感修缮信任(vs. HIR 功能辅助信任)对

组织温暖感知的影响效应增强, HIR 情感修缮信任

(vs. HIR 功能辅助信任)对组织能力感知的影响效

应减弱。 

假设 4b: 随着员工的 HIR 代理任务需求导向

增强, HIR 功能辅助信任(vs. HIR 情感修缮信任)对

组织能力感知的影响效应增强, HIR 功能辅助信任

(vs. HIR 情感修缮信任)对组织温暖感知的影响效

应减弱。 

1.4  研究概述 

本研究由 1 个质性研究和 3 个定量研究组成, 

主要研究目的是厘清组织关系情境下人机关系信

任的维度与形成, 探究人机关系信任如何影响员工

工作贡献意愿及边界条件。具体而言, 研究 1 拟运

用质性研究法归纳出 2 个人机关系信任维度和 4 种

人机协作类型, 并运用情境实验法验证 4 种人机协

作类型能不同程度地激发 HIR 情感修缮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研究 2 拟采用情境实验法验证组织

温暖感知和组织能力感知的中介作用。研究 3 拟采

用情境实验法探讨人机关系信任提升组织温暖−能

力感知的边界条件, 即验证两种 HIR 代理需求导向

的调节作用。研究概念模型如图 1。 

2  研究 1: 人机关系信任的维度与
形成 

2.1  质性研究 

2.1.1  访谈对象与内容 

为了初步探索组织关系情境中人机关系信任 
 

 
 

图 1  研究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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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度和形成, 研究 1 首先采用质性研究法邀请访

谈对象参与半结构深度访谈。现有研究指出, 一项

半结构深度访谈的样本可以小 , 但必须多样化; 8

个访谈对象每人 30~60 分钟的访谈内容可以成为充

分的样本依据(邓新明, 2014; 曹剑琴 等, 2023)。遵

循上述建议, 本研究受邀访谈的对象共 9 名(4 名男

性, 5 名女性), 分别来自金融、美容整形、通信制

造、房地产、工程投资建设和教育行业。他们中既

有中高层管理人员, 也有基层工作人员和新入职员

工, 平均从业 8.56 (SD = 6.13)年, 能够充分表达有

关“HIR 嵌入组织关系情境中人机关系信任”的看

法。访谈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询

问访谈对象在过去的工作经历中面临的问题以及

经历过的负面情绪、情感, 并详细描述。第二部分

询问访谈对象对 HIR 等人工智能的了解程度、偏好, 

以及其对 HIR 在工作中的应用期望和信任程度。第

三部分收集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2.1.2  数据分析与结果 

通 过 协 商 一 致 的 质 的 研 究 方 法 (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 CQR)对数据进行分析(朱旭, 

江光荣, 2011; Hill et al., 2005)。CQR 核心思想是通

过邀请多名分析员组成研究小组 , 引入多元视角 , 

对访谈中收集的文本数据进行定性分析(Hill et al., 

2005)。CQR 主要包括“划分域”、“精炼核心观点”、

“交叉分析”和“外部审核”四个分析步骤。 

CQR 结果发现, 与人机关系信任相关的内容

可分为 HIR 情感修缮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 2

个维度(域), 具体为自我修缮、友情修缮、智力辅

助、体力辅助 4 种人机协作(类)。其中, HIR 情感修

缮信任维度(域)涉及自我修缮和友情修缮 2 种人机

协作(类)。在访谈中, 有访谈对象相信 HIR 能缓解

长期工作导致的麻木倦怠: “每天兼顾运营相关的

各种各样的杂事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大内总管、维修

工, 丧失工作热情、感觉麻木, 通过机器人的心理

辅助治疗 , 我相信能有效提升我的工作热情和活

力”。这不仅与自我修缮的定义较为一致, 还间接揭

示了自我修缮可以激发 HIR 情感修缮信任。还有访

谈对象相信 HIR 能缓解部门、领导冲突导致的人际

负面情绪: “平级两个部门之间或者两个单位之间

因责任不明晰, 流程不明确产生推诿, 让我对推诿

部门的人员产生对立情绪, 采用机器人作为沟通的

桥梁, 能够有效缓解这种冲突带来的负面情绪”。 

这类消极情绪、情感往往伴随着组织中的人际关系

破裂, 对“职场友情”带来严峻考验。访谈对象也从

不同程度表明, 职场中的 HIR 或许比人类同事更适

合作为朋友, 愿意依赖 HIR 而不是人类。这些观点

不仅与友情修缮的定义较为契合, 还间接说明友情

修缮能够促进 HIR 情感修缮信任。 

HIR 功能辅助信任维度(域)涉及智力辅助和体

力辅助 2 种人机协作(类)。在访谈中, 有访谈对象

相信 HIR 可以提供文案写作方面的智力辅助: “将

来 , 机器人可能陪同我一起完成投资项目的研判 , 

甚至它还能帮我进行投资陈述, 所以我认为他可以

成为像人类一样的工作伙伴”。也有访谈对象相信

HIR 可以提供高强度、高重复甚至有安全隐患的体

力辅助: “将来一些工作强度大、危险性高, 或者一

些特殊的工作环境可以依赖机器人, 比如桩基础的

浇灌, 人工操作会存在一定的危险性”。这些观点与

智力辅助和体力辅助的定义高度吻合的同时, 也间

接论证了智力辅助和体力辅助能够带来功能辅助

信任。完整的质性研究内容和分析结果详见网络版

附录 1。 

2.1.3  讨论 

通过访谈, 我们发现员工在工作中面临的问题

可以分为自我修缮、友情修缮、智力辅助和体力辅

助 4 类。建立在未来 HIR 兼具智商、情商和物理能

力的前提下, 访谈对象相信在组织中这 4 类问题都

可以通过 HIR 的情感修缮和功能辅助支持得到不

同程度的改善。但是也有部分访谈对象在访谈中表

达了对 HIR 消极或中立的观点。例如有访谈对象表

示: “我感觉让 HIR 提供情绪价值好像有点难, 因为

我始终会觉得它是一个机器人、程序化的电脑、没

有感情, 除非它真的拥有了人类的情感, 变成了一

个真正的人 , 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我 , 并与我共

情”。事实上, 随着人机交互中情感计算概念的提出

(Picard, 2003), 有 关 探 索 人 工 情 感 (Novikova & 

Watts, 2015)和服务机器人情感交互(Röning et al., 

2014)的研究日益增多。这说明 HIR 能否具备情感

交互能力已经从技术问题演变成心理问题, 即愿不

愿意相信 HIR 能够实现对员工的情感修缮。因此, 

本文进一步设计了情境实验, 验证自我修缮、友情

修缮、智力辅助和体力辅助 4 种人机协作能否激发

员工对 HIR 产生情感修缮信任和功能辅助信任。 

2.2  刺激物设计 

为进一步探究人机关系信任的维度与形成, 本

文根据人机协作的定义设计了 4 段文字材料作为刺

激材料, 分别以 HIR 作为第一人称来描述组织关系

情境中 HIR 与员工之间的 4 种人机协作。为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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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段文字材料的代表性, 预测试以线下便利抽样的

形式招募了 192 名 A 银行员工, 参与者被随机分配

阅读 4 段刺激材料中的 1 段。然后让参与者评估以

下 4 个题项作为人机协作类型的操纵检验(1 = “完

全不同意”, 7 = “完全同意”): “在上述特定情境中, 

(1)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HIR 能实现员工的自我修

缮, 即在多大程度上相信 HIR 能缓解成就动机低、

自我效能感不足等员工个体的心理因素导致的情感

缺陷; (2)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HIR 能实现员工的友

情修缮, 即在多大程度上相信 HIR 能缓解同事间关

系冲突等外在因素带来的员工个体负面情绪/情感; 

(3)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HIR 能实现员工的智力辅助, 

即在多大程度上相信 HIR 能提供计算、统计、分析

等方面的智力支持; (4)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HIR 能

实现员工的体力辅助, 即在多大程度上相信 HIR 能

提供诸如打印、送文件、收发快递、搬运物品等体

力辅助”。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4 段文字刺激材料具有

较好的代表性, 具体分析结果详见网络版附录 2。 

刺激材料增加 HIR 的外形拟人化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增进信任(Waytz et al., 2014), 但过度拟人化

也会诱发恐怖谷效应(Mori, 1970), 使积极态度急

转直下。为了避免潜在的混淆因素, 在接下来的预

实验中, 本文选取拟人化外形不同的两种 HIR——

Nao V6 和 Sophia 作为备选项 1 (如图 2), 并检验哪

一种 HIR 更具代表性。将 Nao V6 和 Sophia 的图片

分别与上述 4 段文字材料进行匹配, 最终形成 8 张

刺激图片(详见网络版附录 3)。其中 4 张为 Nao V6

以第一人称阐述 4 种人机协作, 另外 4 张以 Sophia

为第一人称进行阐述。虽然 , 两者外形存在差异 , 

但 Nao V6 和 Sophia 所阐述的内容没有差异。 

预实验通过线下便利抽样的方式一共招募 205

名 B 银行员工, 剔除掉未通过注意力检查、极端值

和回答过于一致的参与者后, 最终获得 182 份有效

数据。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 Nao V6 组或 Sophia 组, 

然后按照随机顺序向参与者展示 4 张 Nao V6 (或

Sophia)以第一人称描述的组织中人机协作的刺激

图片。随后, 参与者被要求回答与预测试相同的人 

                       

1 Nao V6 是由软银机器人品牌(Soft Bank Robotics)研发的一款

具有类人外形的机器人, 能够听、看、说, 以及与人互动。Sophia

是由汉森机器人技术公司(Hanson Robotics)开发的类人机器人, 

是历史上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一台机器人, 拥有橡胶皮肤以及

面部表情, 能够理解人类语言与人交流互动。Nao V6 和 Sophia

均是市场上颇具代表性的 HIR。 

机协作类型操纵检验题项以及对 HIR 的恐慌不适

感(Mende et al., 2019)。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首先

Nao V6 组和 Sophia 组的参与者对自我修缮、友情

修缮、智力辅助和体力辅助 4 张刺激图片的评价均

不存在显著差异。其次, 虽然本研究选取的偏卡通

HIR (Nao V6)和偏真人 HIR (Sophia)均不会引发恐

怖谷效应, 但是相较于 Nao V6, Sophia 的 HIR 外形

让参与者有更高的恐慌不适感。进一步发现 Sophia

组的方差波动更大, 19.8%的参与者对 Sophia 外形

的恐慌不适感评分高于中值, 而 Nao V6 组中仅有

4.4%。随着样本量的扩大, 这种波动可能会使 Sophia

组整体均值上升。此外, Nao V6 为中性性别, 可以

避免性别特征偏差影响测试的准确性(Desideri et al., 

2018)。综上, 为了降低 Sophia 的 HIR 外形导致的

人机关系信任偏差 , 对研究结果稳健性产生影响 , 

研究 1 情境实验选取 Nao V6 组刺激图片作为刺激

物, 以便验证自我修缮和友情修缮主要激发 HIR 情

感修缮信任 , 而智力辅助和体力辅助则主要激发

HIR 功能辅助信任。预实验研究内容和分析结果详

见网络版附录 4。 
 

 
 

图 2  拟人化外形不同的两种 HIR——Nao V6 (左)和

Sophia (右) 
 

2.3  情境实验 

2.3.1  参与者 

采用 G*Power 3.1 软件(Faul et al., 2007)计算本

实验所需样本量, 对于本实验适用的单因素方差分

析, 取中等效应量 f = 0.25, 显著性水平 α = 0.05, 

组数为 4, 要达到 90%的统计检验力至少需要 232

名参与者。实验通过线下便利抽样的方式, 以 C 银

行下辖的三家支行员工为对象, 招募了 400 名在职

人员参与实验, 筛除未通过注意力检查、极端值和

回答过于一致的参与者后, 确认了 357 名在职人员, 

其中自我修缮组 88 人、友情修缮组 89 人、智力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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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组和体力辅助组各 90 人。包括男性 182 名(51%), 

女性 175 名(49%), 平均年龄 M = 30.61 (SD = 8.45)

岁。参与者的学历包括, 专科及以下 60 名(16.8%), 

本科 244 名(68.3%), 硕士 49 名(13.7%), 博士 4 名

(1.1%)。所有参与者均自愿参加实验且知情同意 , 

并在实验结束之后获得相应实验礼品。 

2.3.2  实验设计与程序 

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 4 个人机协作组(自我修缮

组 vs. 友情修缮组 vs. 智力辅助组 vs. 体力辅助

组)中的任意一组。首先告知所有参与者: 有朝一日, 

当 HIR 融入你的工作情境时, 人机协作将成为组织

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然后参与者被要求观看预实验

确定的刺激图片。自我修缮组观看以 Nao V6 为第

一人称呈现的关于员工通过 HIR 完成自我修缮的

图片。其余三组的情境操纵同理。 

在观看完刺激图片后, 参与者被要求回答与预

实验相同的人机协作类型操纵检验题项。随后参与

者被要求填写关于 HIR 情感修缮信任和 HIR 功能

辅助信任的测量题项(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

同意”), 所有的英文题项采用回翻程序翻译为中文

题项。HIR 情感修缮信任(α = 0.93)的 5 个测量题项

根据 McAllister (1995)以及 Levin 和 Cross (2004)量

表改编而成。McAllister (1995)采取了 4 个题项测量

基于情感的信任, 强调了“受托人的情感元素和社

交技能”。本研究情境中的 HIR 除了富有情感和社

交技能外, 还让员工相信 HIR 为其提供的情感修缮

支持充满善意, 不是出于自利动机。这与 Levin 和

Cross (2004)在组织关系情境中采用的善意信任一

致。因此, 本研究对基于情感的信任的 4 个测量题

项进行了修正, 在原 4 个测量题项上增加了 1 个题

项测量“员工对 HIR 善意的信任”。综上, HIR 情感

修缮信任的测量题项前 4 个题项改编自 McAllister 

(1995), 最后一个题项改编自 Levin 和 Cross (2004), 

具体包括：(1) “我和 HIR 是一种分享关系, 我们之

间可以相互分享想法和感受”; (2) “当我情感上需

要安抚时, 我可以自由倾诉, 并且知道 HIR 愿意倾

听”; (3) “如果 HIR 从我的工作场景中离开, 我会有

一种失落感”; (4) “如果我向 HIR 倾诉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 我相信 HIR 会给予积极和有建设性的回

应”; (5) “我相信 HIR 会像亲人或朋友一样关心我

在工作中的遭遇”。 

HIR 功能辅助信任(α = 0.92)的 4 个题项改编自

Levin 和 Cross (2004)以及 Komiak 和 Benbasat (2006)

的研究。Levin 和 Cross (2004)从 McAllister (1995)

认知信任量表中选取了载荷因子最高的两个题项, 

从工作态度和工作表现两方面评估组织关系情境中

员工对同事能力的认知信任程度。Komiak 和 Benbasat 

(2006)开发了两个新题项, 从工作经验和专业性两

方面测量消费者对智能推荐代理能力的认知信任

程度。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从 HIR 工作态度、工作

表现、工作经验和工作专业性四个方面综合评估组

织关系情境中员工对 HIR 功能辅助能力的信任。具

体包括: (1) “我相信 HIR 以专业和敬业的态度辅助

我开展工作”; (2) “鉴于 HIR 以往的工作表现, 我没

有理由怀疑 HIR 的辅助性工作能力”; (3) “HIR 在辅

助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4) “HIR 在辅助方面是一个

专家”。最后, 参与者报告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

度三项人口统计学信息。 

2.3.3  数据分析与结果 

操纵检验。数据结果表明, (1)单样本 t 检验分析

发现自我修缮组参与者在较高程度上同意 HIR 能实

现自我修缮(M 自我修缮 = 5.63, SD = 0.84, t(87) = 18.26, 

p < 0.001, d = 1.94, 与中值 4 比较)。单因素方差分

析的事后多重比较(Tukey)表明 , 自我修缮组报告

的自我修缮同意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三组(M 自我修缮  = 

5.63 vs. M 友 情修 缮  = 4.99,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自我修缮 = 5.63 vs. M 智力辅助 = 4.49,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自我修缮 = 5.63 vs. M 体力辅助 = 3.88, Tukey- 

adjusted p < 0.001)。(2)同理, 友情修缮组参与者也

在较高程度上同意 HIR 能实现友情修缮(M 友情修缮 = 

5.64, SD = 1.13, t(88) = 13.69, p < 0.001, d = 1.45, 与

中值 4 比较), 且显著高于其他三组报告的友情修缮

同意程度(M 友情修缮 = 5.64 vs. M 自我修缮 = 4.93, Tukey- 

adjusted p = 0.002; M 友情修缮 = 5.64 vs. M 智力辅助 = 4.66,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友情修缮 = 5.64 vs. M 体力辅助 = 

3.80, Tukey-adjusted p < 0.001)。(3)智力辅助组参与者

也在较高程度上同意 HIR 能实现智力辅助(M 智力辅助 = 

6.01, SD = 0.76, t(89) = 25.21, p < 0.001, d = 2.64, 

与中值 4 比较), 且显著高于其他三组报告的智力辅

助同意程度(M 智力辅助 = 6.01 vs. M 自我修缮 = 5.00, Tukey- 

adjusted p < 0.001; M 智力辅助 = 6.01 vs. M 友情修缮 = 4.60,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智力辅助 = 6.01 vs. M 体力辅助 = 

3.82, Tukey-adjusted p < 0.001)。(4)体力辅助组参

与者也在较高程度上同意 HIR 能实现体力辅助

(M 体 力辅助 = 6.19, SD = 0.73, t(89) = 28.34, p < 0.001, 

d = 3.00), 且显著高于其他三组报告的体力辅助同

意程度(M 体力辅助 = 6.19 vs. M 自我修缮 = 3.51, Tukey- 

adjusted p < 0.001; M 体力辅助 = 6.19 vs. M 友情修缮 =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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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key-adjusted p < 0.001; M 体力辅助 = 6.19 vs. M 智力辅助 = 

3.80, Tukey-adjusted p < 0.001)。这说明实验操纵

有效。 

假设检验。配对 t 检验分析结果表明, 自我修

缮组的 HIR 情感修缮信任显著高于 HIR 功能辅助

信任(t(87) = 7.26, p < 0.001, d = 0.78)。友情修缮组

的 HIR 情感修缮信任显著高于 HIR 功能辅助信任

(t(88) = 9.65, p < 0.001, d = 1.02)。智力辅助组的 HIR

功能辅助信任显著高于 HIR 情感修缮信任(t(89) = 

−10.12, p < 0.001, d = 1.07)。最后, 体力辅助组参与

者报告的 HIR 功能辅助信任显著高于 HIR 情感修

缮信任(t(89) = −14.43, p < 0.001, d = 1.52)。综上, 

假设 1 得到验证。此外,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自我修缮、友情修缮、智力辅助、体力辅助 4 种协

作类型的 HIR 情感修缮信任(HIR 功能辅助信任)存

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 首先以组别(自我修缮 = 1, 

友情修缮 = 2, 智力辅助 = 3, 体力辅助 = 4)作为

因子, HIR 情感修缮信任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组间有显著差异, F(3, 353) = 81.60, 

p < 0.001, η2 = 0.41。然后以组别(自我修缮 = 1, 友

情修缮 = 2, 智力辅助 = 3, 体力辅助 = 4)作为因

子, HIR 功能辅助信任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组间有显著差异, F(3, 353) = 44.96, 

p < 0.001, η2 = 0.28。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具体

见表 1, 4 种人机协作类型的评价分布图如下(见图 3)。 
 
表 1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研究 1) 

组别 

均值 标准差 

HIR 情感 

修缮信任 

HIR 功能 

辅助信任 

HIR 情感 

修缮信任 

HIR 功能

辅助信任

自我修缮组 5.82 4.97 1.01 1.03 

友情修缮组 5.71 4.58 1.01 1.02 

智力辅助组 4.53 6.11 1.16 1.02 

体力辅助组 3.66 5.79 1.11 0.93 

 

 
 

图 3  人机关系信任维度的评价分布图 

2.3.4  讨论 

研究 1 通过情境材料构建了未来组织关系情境

中 4 种人机协作类型, 并通过配对 t 检验发现不同

人机协作类型能够激发不同强度的 HIR 情感修缮

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 说明 4 种人机协作类型

是人工智能时代组织关系发展的有益补充。这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技术替代论”和“技术威胁论”制造

的社会焦虑。虽然研究 1 论证了 HIR 情感修缮信任

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是人机关系信任的 2 个不同维

度, 以及人机协作类型对 2 个信任维度的差异化影

响, 但是并没有验证人机关系信任与员工工作贡献

意愿的内在关系。因此研究 2 拟验证, HIR 情感修

缮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如何通过组织温暖−能

力感知影响员工工作贡献意愿。 

3  研究 2: 组织温暖感知和组织能
力感知的双中介作用 

3.1  参与者 

采用 G*Power 3.1 软件(Faul et al., 2007)计算本

实验所需样本量, 对于本实验适用的独立样本 t 检

验分析, 显著性水平 α = 0.05 且中等效应量(d = 0.5), 

为了达到 90%统计检验力至少需要 172 名参与者。

研究 2 通过线下便利抽样的方式, 以 D 银行员工为

对象, 招募了 200 名在职人员参与实验, 剔除掉未

通过注意力检查、极端值和回答过于一致的参与者

后, 最终获得 184 个有效样本, 其中 HIR 情感修缮

信任组 92 名, HIR 功能辅助信任组 92 名。包括男性

94 名(51.1%), 女性 90 名(48.9%), 平均年龄 M = 30.49 

(SD = 7.55)岁。参与者的学历包括, 专科及以下 15

名(8.2%), 本科 134 名(72.8%), 硕士 27 名(14.7%), 

博士 8 名(4.3%)。所有参与者均自愿参加实验且知

情同意, 并在实验结束之后获得相应实验礼品。 

3.2  实验程序 

研究 2 为单因素两水平组间实验设计(HIR 情

感修缮信任 vs. HIR 功能辅助信任), 参与者被随

机分配到其中一组。首先按照要求阅读人机关系信

任的情境材料(见网络版附录 5)。在阅读材料时要

求参与者想象：如果这就是自己未来的工作场景, 

自己对 HIR 会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此外, 为了加强

操控效果, 参与者在阅读完情境材料之后还需要尽

可能详细地描述, 在这样的工作场景中采用 HIR, 

关于 HIR 情感修缮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方面

的感受, 以及自己的工作贡献意愿, 时间和字数不

限。随后, 参与者被要求回答与研究 1 相同的 H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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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修缮信任(α = 0.93)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α = 

0.88)测量题项, 作为研究 2 的操纵检验。然后要求

参与者分别报告员工工作贡献意愿, 组织温暖感知

和组织能力感知(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同

意”)。员工工作贡献意愿(α = 0.77)的 3 个题项是在

Madden 等(1992)以及 Song 和 Kim (2022)的量表基

础上改编而成：“我相信在未来有更强的工作贡献

意愿”; “我有可能在未来有更强的工作贡献意愿”; 

“我预测我会在未来有更强的工作贡献意愿”。组织

温暖感知(α = 0.91)测量题项根据韦庆旺等(2018)量

表改编而成, 其中 6 个词是典型的组织温暖特质词, 

即通过组织提供 HIR 的行为使参与者在多大程度

上认为组织是“乐于助人的”、“善解人意的”、“友善

的”、“讨人喜欢的”、“可靠的”和“富有同情心的”。

组织能力感知(α = 0.80)的 3 个双极测量题项根据

Scott 等(2013)改编, 即通过组织提供 HIR 的行为使

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组织是“没有能力的/有能

力的”、“不智慧的/智慧的”、“无适应性的/有适应

性的”。 

考虑到不同参与者对 HIR 的看法和知识可能

存在差异, 从而影响员工工作贡献意愿, 为了排除

混淆因素, 参与者还被要求报告他们对 HIR 的熟悉

程度(“你对类人智能机器人有多熟悉?”, 从 1 = “完

全不熟悉”到 7 = “完全熟悉”)、了解程度(“与普通人

相比, 你认为你对类人智能机器人有多了解?”, 从

1 = “完全不了解”到 7 = “完全了解”)、喜爱程度(“你

有多喜欢类人智能机器人?”, 从 1 = “完全不喜欢”

到 7 = “完全喜欢”)和恐慌不适度。其中熟悉程度、

了解程度和喜爱程度的题项改编自许丽颖等(2022)

的研究, 恐慌不适度的题项与研究 1 的预实验相

同。最后, 参与者报告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三项人口统计学信息。 

3.3  数据分析与结果 

操纵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HIR 情感

修缮信任组报告的 HIR 情感修缮信任显著高于

HIR 功能辅助信任组(M 功能 辅 助组 = 4.31, SD = 1.40, 

M 情感修缮组 = 5.80, SD = 0.71, t(135.31) = 9.09, p < 

0.001, d = 1.34)。HIR 功能辅助信任组对 HIR 产生

的 HIR 功能辅助信任显著高于 HIR 情感修缮信任组

(M 功能辅助组 = 5.81, SD = 0.80, M 情感修缮组 = 4.83, SD = 

0.98, t(182) = −7.48, p < 0.001, d = 1.10)。因此, HIR

情感修缮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情境操纵成功。 

组织温暖感知。假设 2a 提出相比 HIR 功能辅

助信任, HIR 情感修缮信任能显著提升员工的组织

温暖感知。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HIR 情感修缮

信任组的组织温暖感知(M 组织温暖 = 5.70, SD = 0.97)

显著高于 HIR 功能辅助信任组(M 组织温暖 = 5.00, SD 

= 1.15; t(182) = 4.46, p < 0.001, d = 0.66)。假设 2a

得到验证。 

组织能力感知。假设 2b 提出相比 HIR 情感修

缮信任, HIR 功能辅助信任能显著提升员工的组织

能力感知。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显示, HIR 功能辅助

信任组的组织能力感知(M 组织能力 = 5.95, SD = 0.81)

显著高于 HIR 情感修缮信任组(M 组织能力 = 4.99, SD 

= 0.93; t(182) = −7.51, p < 0.001, d = 1.10)。假设 2b

得到验证。 

双重中介假设检验。假设 3a (假设 3b)提出, 组

织温暖感知(组织能力感知)在人机关系信任与员工

工作贡献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对人机关系信任进

行虚拟变量编码作为自变量(1 = HIR 功能辅助信任, 

0 = HIR 情感修缮信任)。在 95%的置信区间下, 采

用 PROCESS 程序自主抽样 5000 次检验组织温暖

感知和组织能力感知的中介效应(Model 4; Hayes, 

2013)。Bootstrap 分析结果显示, 组织温暖感知的间

接中介效应是显著负向的(indirect effect = −0.30, 

SE = 0.08, 95% CI [−0.45, −0.15]), 组织能力感知的

间接中介效应是显著正向的(indirect effect= 0.34, 

SE = 0.09, 95% CI [0.19, 0.55])。为了进一步验证中

介效应的稳健性, 把喜欢度、熟悉程度、了解程度

和 恐 慌 不 适 度 纳 入 协 变 量 再 次 进 行 PROCESS 

(Model 4; Hayes, 2013)分析。Bootstrap 分析结果(见

图 4)显示组织温暖感知(indirect effect = −0.23, SE = 

0.06, 95% CI [−0.35, −0.12])和组织能力感知(indirect 

effect = 0.33, SE = 0.08, 95% CI [0.19, 0.50])间接中

介效应仍然显著。由此假设 3a 和假设 3b 得到验证。 

3.4  讨论 

首先, 研究 2 的结果验证了假设 2a 和 2b。即

相比 HIR 功能辅助信任, HIR 情感修缮信任能更明

显提升员工的组织温暖感知; 反之能更明显提升员

工的组织能力感知。其次, 研究 2 的结果也验证了

假设 3a 和 3b, 证明组织温暖感知和组织能力感知

是解释人机关系信任影响员工工作贡献意愿的重

要心理机制。再次, 由于 4 种人机协作类型与人机

关系信任的内在联系, 本文设计了一个额外的情境

实验检验 4 种人机协作类型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的

影响, 详见网络版附录 6。 

此外, 在研究 1 的质性研究中, 由于 HIR 更理

性公平、效率更高的优势, 部分参与者表示更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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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组织温暖感知和组织能力感知的中介作用(*p < 0.05, **p < 0.01, ***p < 0.001) 
 

与 HIR 沟通协作而不是人类。这间接揭示出员工的

HIR 代理需求导向是重要的情境变量, 并且与人机

关系信任与组织温暖−能力感知之间的关系有着内

在的逻辑联系。因此, 研究 3 将验证 HIR 代理需求

导向的调节效应。 

4  研究 3: HIR 代理需求导向的调节
效应 

4.1  参与者 

采用 G*Power 3.1 软件(Faul et al., 2007)计算本

实验所需样本量, 对于本实验适用的独立样本 t 检

验分析, 显著性水平 α = 0.05 且中等效应量(d = 0.5), 

为了达到 90%统计检验力, 至少需要 172 名参与

者。研究 3 通过线下便利抽样的方式, 以某医美整

形机构的员工为对象, 招募了 200 名在职人员参与

实验, 剔除掉未通过注意力检查、极端值和回答过

于一致的参与者后, 最终获得 180 名有效参与者, 

其中 HIR 情感修缮信任组 90 名, HIR 功能辅助信任

组 90 名。包括男性 69 名(38.3%), 女性 111 名(61.7%), 

平均年龄 M = 30.83 (SD = 8.14)岁。参与者的学历

包括专科及以下 21 名(11.7%), 本科 125 名(69.4%), 

硕士 28 名(15.6%), 博士 6 名(3.3%)。所有参与者

均自愿参加实验且知情同意, 并在实验结束之后获

得相应礼品。 

4.2  实验程序 

研究 3 为单因素两水平组间实验设计(HIR 情

感修缮信任 vs. HIR 功能辅助信任), 参与者被随

机分配到其中一组。首先对所有参与者进行 HIR 代

理互动(任务)需求导向测量, 评估参与者的 HIR 代

理需求导向高低程度。对 HIR 代理互动需求导向的

测量题项改编自 Lee 和 Lyu (2016)以及 Dabholkar 

(1996), 包含 2 个题项(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

同意”, α = 0.74)：“在特定的组织关系情境中, 我有

与 HIR 进行沟通和交流的需要”; “在特定的组织关

系情境中, 我有与 HIR 进行互动的需要”。对 HIR

代理任务需求导向的测量题项改编自 Mcfarland 等

(2006), 包含 4 个题项(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

同意”, α = 0.94)：“我想, 我需要与 HIR 代理协同工

作”; “我想, 我需要 HIR 为我提供程序性事务的支

持”; “我想, 我需要 HIR 为我提供算法方面的支持”; 

“我想, 我需要 HIR 协助我实现任务/工作的目标”。 

然后要求参与者阅读人机关系信任的情境材

料, 研究 3 仍然使用与研究 2 类似的情境材料, 但

是有两处不同。一是 , 为了增加参与者的代入感 , 

研究 2 的情境材料为第三人称视角(即参与者阅读

另一个人经历的情境), 研究 3 则为第一人称视角, 

要求参与者将自己代入情境(即参与者想象自己正

在经历描述的情境)。二是, 为了增加 HIR 的真实

感, 研究 3 增加了对 HIR 的形象描述。情境材料详

见网络版附录 7。在阅读材料时要求被试想象：如

果这就是自己未来的工作场景, 自己对 HIR 持有的

态度。此外, 为了加强操控效果, 参与者在阅读完

实验材料之后还需要尽可能详细地描述, 在这样的

工作场景中采用 HIR 时的感受, 时间和字数不限。

随后参与者被要求填写 HIR 情感修缮信任 (α = 

0.86)、HIR 功能辅助信任(α = 0.86)、组织温暖感知

(α = 0.86)、组织能力感知(α = 0.87)、员工工作贡献

意愿(α = 0.77)等测量题项。最后收集了性别、年龄

和教育水平三项人口统计信息。 

4.3  数据分析与结果 

操纵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HIR 情感

修缮信任组的 HIR 情感修缮信任显著高于 HIR 功能

辅助信任组(M 功能辅助组 = 4.83, SD = 1.08, M 情感修缮组 = 

5.79, SD = 0.73, t(155.78) = 7.02, p < 0.001, d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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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 功能辅助信任组的 HIR 功能辅助信任显著高于

HIR 情感修缮信任组(M 功能 辅 助组 = 5.81, SD = 0.75, 

M 情感修缮组 = 5.16, SD = 1.05, t(178) = −4.79, p < 

0.001, d = 0.71)。因此, HIR 情感修缮信任和 HIR 功

能辅助信任情境操纵成功。 

再次验证双中介效应。对人机关系信任进行虚

拟变量编码作为自变量(1 = HIR 功能辅助信任, 0 = 

HIR 情感修缮信任), 组织温暖感知和组织能力感

知作为双中介变量。在 95%的置信区间下 , 采用

PROCESS 程序自主抽样 5000 次检验组织温暖感知

和组织能力感知的中介效应(Model 4; Hayes, 2013)。

Bootstrap 分析结果显示, 组织温暖感知的间接中

介效应是显著负向的(indirect effect = −0.38, SE = 

0.07, 95% CI [−0.53, −0.24]), 人机关系信任显著负

向影响组织温暖感知(b = −0.82, SE = 0.13, p < 

0.001), 组织温暖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贡献

意愿(b = 0.46, SE = 0.04, p < 0.001)。组织能力感知

的间接中介效应是显著正向的(indirect effect = 0.27, 

SE = 0.05, 95% CI [0.17, 0.38]), 人机关系信任正向

影响组织能力感知(b = 0.87, SE = 0.17, p < 0.001), 

组织能力感知正向影响员工工作贡献意愿(b = 0.32, 

SE = 0.03, p < 0.001)。即, 假设 3a 和假设 3b 得到

验证。 

HIR 代理互动需求导向的调节效应检验。对人

机关系信任进行虚拟变量编码作为自变量(1 = HIR

情感修缮信任, 0 = HIR 功能辅助信任), 组织温暖

感知和组织能力感知作为中介变量, 员工工作贡献

意愿作为因变量, HIR 代理互动需求导向作为调节

变量。在 95%的置信区间下, 采用 PROCESS 程序

自主抽样 5000 次(Model 8; Hayes, 2013)分析。结果

显示, HIR 代理互动需求导向与人机关系信任的交

互项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温暖感知(b = 0.37, SE = 

0.13, t = 2.96, p = 0.0035)。进一步, 进行简单斜率

分析。如图 5a 所示, 对于低 HIR 代理互动需求导

向(−1 SD), HIR 情感修缮信任(vs. HIR 功能辅助信

任)对组织温暖感知的正向影响减弱(b = 0.48, p = 

0.0014); 而对于高 HIR 代理互动需求导向(+1 SD), 

这种正向影响加强(b = 1.12, p < 0.001)。HIR 代理

互动需求导向与人机关系信任的交互项显著正向

影响组织能力感知(b = 0.65, SE = 0.15, t = 4.23, p < 

0.001)。为了进一步探究这种交互作用, 进行简单

斜率分析。如图 5b 所示, 对于低 HIR 代理互动需

求导向(−1 SD), HIR 情感修缮信任(vs. HIR 功能辅

助信任)对组织能力感知的负向影响显著(b = −1.44, 

p < 0.001); 而对于高 HIR 代理互动需求导向(+1 SD), 

HIR 情感修缮信任(vs. HIR 功能辅助信任)对组织能

力感知的影响不显著(b = −0.35, p = 0.0573)。综上, 

假设 4a 得到了支持。此外, 组织温暖感知(indirect 

effect = 0.18, SE = 0.06, 95% CI [ 0.06, 0.31])和组织

能力感知(indirect effect = 0.22, SE = 0.06, 95% CI 

[0.12, 0.35])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均显著 , 说明人机

关系信任通过组织温暖−能力感知影响员工工作贡

献意愿的路径受到 HIR 代理互动需求导向的调节。 

HIR 代理任务需求导向的调节效应检验。对人

机关系信任进行虚拟变量编码作为自变量(1 = HIR

功能辅助信任, 0 = HIR 情感修缮信任), 组织温暖

感知和组织能力感知作为中介变量, 员工工作贡献

意愿作为因变量, HIR 代理任务需求导向作为调节

变量。在 95%的置信区间下, 采用 PROCESS 程序

自主抽样 5000 次(Model 8; Hayes, 2013)分析。结果显

示, HIR 代理任务需求导向与人机关系信任的交互

项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温暖感知(b = 0.47, SE = 0.07, 

t = 6.95, p < 0.001)。进一步, 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如

图 6a 所示, 对于低 HIR 代理任务需求导向(−1 SD), 

HIR 功能辅助信任(vs. HIR 情感修缮信任)对组织温

暖感知的负向影响显著(b = −1.66, p < 0.001); 
 

 
 

图 5  HIR 代理互动需求导向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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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HIR 代理任务需求导向的调节作用 

 
而对于高 HIR 代理任务需求导向(+1 SD), 这种负

向影响不显著(b = −0.02, p = 0.9016)。结果还显示, 

HIR 代理任务需求导向与人机关系信任的交互项显著

正向影响组织能力感知(b = 0.32, SE = 0.09, t = 3.42, 

p = 0.0008)。为了进一步探究这种交互作用, 进行

简单斜率分析。如图 6b 所示, 对于低 HIR 代理任

务需求导向(−1 SD), 人机关系信任对组织能力感

知的影响不显著(b = 0.30, p = 0.1918); 而对于高

HIR 代理任务需求导向(+1 SD), 人机关系信任对

组 织 能 力 感 知 的 正 向 影 响 显 著 (b = 1.42, p < 

0.001)。综上, 假设 4b 得到了支持。此外, 组织温

暖感知(indirect effect = 0.21, SE = 0.04, 95% CI 

[0.14, 0.28])和组织能力感知(indirect effect = 0.11, 

SE = 0.04, 95% CI [0.04, 0.20])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均显著, 说明人机关系信任通过组织温暖−能力感

知影响员工工作贡献意愿的路径受到 HIR 代理任

务需求导向的调节。 

4.4  讨论 

研究 3 结果表明, 员工的 HIR 代理需求导向在

人机关系信任与组织温暖−能力感知之间起调节作

用。具体而言, 随着 HIR 代理互动需求导向的增加, 

HIR 情感修缮信任(vs. HIR 功能辅助信任)对组织温

暖感知的正向作用增强 ; HIR 情感修缮信任 (vs. 

HIR 功能辅助信任)对组织能力感知的负向作用减

弱。反之, 随着 HIR 代理任务需求导向的增加, HIR

功能辅助信任(vs. HIR 情感修缮信任)对组织温暖

感知的负向作用减弱; HIR 功能辅助信任(vs. HIR

情感修缮信任)对组织能力感知的正向作用增强。

这说明在未来组织的人机协作过程中, 不同 HIR 代

理需求导向的员工适配的人机关系信任并不完全

相同。 

5  综合讨论 

5.1  理论贡献 

首先, 本文将 HIR 引入组织内部互动网络, 通

过构建人机协作下的新型人机关系信任, 从理论上

回应了 HIR 作为组织中的潜在成员与人类共建人机

生态系统的可能(孙伟平, 2020)。一是, 本文拓展了

组织信任的研究范畴。将以往组织信任主体从人与

人、人与组织, 及组织与组织之间(李宁 等, 2006; 

Burke et al., 2007)扩展至人与 HIR 之间, 丰富了组

织信任的理论框架。二是, 本文开拓性提出 HIR 情

感修缮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双维结构, 并将其

嵌入组织关系情境, 拓展了信任维度相关文献。一

方面, 传统人际信任理论通常涉及信任双方目标不

一致的矛盾, 如 McAllister (1995)强调基于认知的

信任是依赖已知信息来判断被信任方的可靠性, 基

于情感的信任是依赖与被信任方的情感联结来判

断。另一方面, 传统人机信任理论通常涉及人对机

器人功能和外观的信任, 很少涉及情感层面(即便

有也是一种欣赏或依恋), 更没有研究探讨 HIR 对

人类情感的修缮。HIR 既有别于人类, 也有别于传

统意义上的机器人。但过去的研究为 HIR 情感修缮

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的概念化提供了理论支

撑, 也加深了本文对组织关系情境中人机关系信任

的理解。为此本文提出更适用于组织关系情境的人

机关系信任维度, 为未来人机共存环境下的信任研

究提供了新视角。三是,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人机

关系信任的塑造方式及其对员工工作贡献意愿的

重要作用。一方面, 自我修缮、友情修缮、智力辅

助和体力辅助 4 种人机协作方式, 为组织塑造新型

人机关系信任提供了路径; 另一方面, 以往提升员

工工作贡献意愿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同事支持、任务

种 类 、 组 织 公 正 和 职 业 前 景 等 影 响 因 素 (Bak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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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23; Mazzetti et al., 2023), 本文通过揭示人

机关系信任与员工工作贡献意愿之间的关系, 为组

织行为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其次, 本文深化了组织支持理论相关研究。以往

有关组织支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主管支持、组

织奖励和有利的工作条件(如薪酬, 晋升, 工作丰富

化)等组织支持形式所带来的积极效应(Eisenberger 

et al., 1986; Li et al., 2019; 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 Yu et al., 2022)。然而, 较少文献关注在 HIR

和员工协作情境下, 组织能否通过 HIR 代理提供情

感修缮支持和功能辅助支持及其效果。此外, 现有

人机协作的文献多聚焦于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扮

演的替代角色及其负面影响(参见许丽颖 等, 2024; 

Yam et al., 2023)。本研究发现, 在员工信任 HIR 代

理提供的情感修缮支持和功能辅助支持的前提下, 

通过提高组织温暖−能力感知, 可有效促进员工工

作贡献意愿。这表明, 借助 HIR 代理提供的组织支

持能产生积极效应, 从而丰富并拓展了组织支持理

论的现有框架。 

最后, 本研究引入 HIR 代理需求导向(互动导

向和任务导向)作为边界条件拓展了组织关系相关

研究。目前, 关于人机关系信任在何种情况下带来

差异化的组织温暖感知和组织能力感知的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 将员工需求作为边界条件的研究相

对有限。例如 Ilies 等(2018)关注了组织关系情境中

人际需求满足的中介效应, Sheehan 等(2020)则探究

了人际互动需求在机器人拟人化与采纳意愿之间

的调节作用。遗憾的是, 目前尚未发现文献把上述

边界条件置于组织、员工和 HIR 构成的三维结构中

进行探讨。因此 , 综合以上考虑引入该调节变量 , 

有助于我们厘清人机关系信任触发组织温暖感知

和组织能力感知的边界条件, 也间接回应了 Tang

等(2023)关于“未来研究人机协作时 , 应关注员工

心理需求差异的影响”的建议。 

5.2  实践启示 

首先, 研究结果表明, 组织管理者应理性看待

HIR 的独特代理功能, 并为员工合理匹配 HIR 提供

了一个设计线索。具体而言: 组织可通过工作贡献

意愿测试和 HIR 代理需求导向测试, 识别员工的类

型和需求(例如社交恐惧或者能力焦虑)。在此基础

上, 根据员工需求提供不同类型 HIR。比如对于面

临社交恐惧和偏向 HIR 代理互动需求导向的员工, 

配置以陪伴和关怀为主的情感修缮型 HIR, 并减少

人类代理的干预; 而对于面临能力焦虑和偏向 HIR

代理任务需求导向的员工, 配置以业务为主的功能

辅助型 HIR, 并加强人类代理在情感修缮支持方面

的作用。其次, 员工个人也必须意识到个人特质对

自身工作贡献意愿的潜在影响。员工要树立正确的

职业价值观, 应主动寻求组织支持。如若意识到自

身具备 HIR 代理互动需求导向特质, 可主动寻求 HIR

代理提供情感修缮支持, 同时要注意规避过度的人

机交互带来的社交孤立感(Tang et al., 2023)。如若

意识到自身具备 HIR 代理任务需求导向特质, 员工

应注重通过 HIR 代理的功能辅助满足个体的胜任

力需要, 提升自我效能感(Tang et al., 2023), 进而

增强对工作任务的贡献意愿。最后, 从整个服务生

态系统的治理角度来看, 需要各方协同配合做好系

统的顶层设计和配套政策, 构建和谐共生的新型人

机关系(孙伟平, 2020)。未来在 HIR 融入的组织关

系研究中应坚持人本主义(Cleveland et al., 2015), 

在提升组织效能的同时让员工的工作贡献价值也

得到实现; HIR 开发者应尊重不同 HIR 代理需求导

向的人类内在价值观, 设计差异化 HIR; 社会各界

应该提前做好 HIR 成为员工乃至社会成员的心理

建设, 正视 HIR 的社会地位, 以此应对人机社会关

系结构发生颠覆性转变时的混沌挑战。 

5.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本研究对人

机关系信任、员工工作贡献意愿采取的是自我报告

的测量方式, 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缺

乏客观性。然而, 随着更多的 HIR 进入市场, 未来

的研究可以通过观察员工与 HIR 的真实接触测量

员工工作贡献意愿(Mende et al., 2019), 可以考虑

采用信任博弈的方式测量人机关系信任(王晨 等, 

2024), 客观测量还可以从个体无意识产生的定量

行 为 数 据 ( 如 反 应 时 间 ) 中 获 取 (Gaudiello et al., 

2016)。 

其次, 本研究实验场景主要为 HIR 嵌入组织的

场景, 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研究的适用场景, 但是

故事情境存在“低切身性、低现实性”导致的生态效

度限制(王晨 等, 2024)。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通过 VR

虚拟游戏等科技手段构建更多机器人真实嵌入工

作以及人类生活的现实场景, 提高互动性和现实性, 

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应用性。比如, 考虑社交机器人

医 生 帮 助 糖 尿 病 儿 童 进 行 自 我 管 理 的 应 用 场 景

(Looije et al., 2016)。 

再者, 本研究侧重探讨了两种人机关系信任导

致员工工作贡献意愿变化的心理机制。但人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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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和人际互动过程类似充满了复杂性和变化性, 

人机关系信任也处于动态变化中。例如参与者因

HIR 行为决策诱发的情绪变化、参与者与 HIR 的互

动过程中的反馈、人机投射、机器人心智水平等变

量都会影响人机关系信任。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

检验情绪、机器人心智等潜在变量对 HIR 情感修缮

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的影响, 即探索参与者形

成 HIR 情感修缮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的心理

机制。 

最后, 参与者对 HIR 代理的信任感知可能还取

决于 HIR 的外型(例如性别、年龄、风格等)与机器

人嵌入环境的匹配程度。比如刻板印象认为男性长

相的 HIR 比女性长相的 HIR 更积极或自信, 而女性

长相的 HIR 更富有社交属性或情感(Mende et al., 

2019)。基于此, 人们认为刻板印象中的男性任务更

适合男性 HIR 而不是女性 HIR, 反之亦然。这导致

当男性长相的 HIR 出现在以女性任务为主的服务

环境中时, 参与者对男性长相的 HIR 信任感知会极

低, 反之当男性长相的 HIR 出现在以男性任务为主

的服务环境中时, 其信任感知更高。未来的研究可

以根据 HIR 外观、性别等刻板印象和嵌入环境的匹

配检验人机关系信任的差异。 

5.4  研究结论 

通过 4 项研究, 结合访谈和情境实验方法, 本

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4 个研究均表明在组织

关系情境中, HIR 情感修缮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

任是新型人机关系信任的 2 个不同维度。第二, 研

究 1 的质性研究归纳出组织中存在 4 种人机协作类

型, 即自我修缮、友情修缮、智力辅助和体力辅助。

进一步的情境实验证实了自我修缮(例如, 自我情

感缺陷的修缮)和友情修缮(例如, 友情冲突的修缮)

主要激发 HIR 情感修缮信任, 智力辅助和体力辅助

主要激发 HIR 功能辅助信任。第三, 研究 2 通过情

境实验验证了人机关系信任如何影响工作贡献意

愿。即 HIR 情感修缮信任对员工工作贡献意愿的正

向促进, 源于员工对组织温暖感知的积极评价; 而

HIR 功能辅助信任对员工工作贡献意愿的正向促

进则源于员工对组织能力感知的积极评价。第四, 

研究 3 邀请医美整形机构的在职人员参加情境实验, 

弥补了研究 1 和研究 2 情境实验中均以金融行业的

员工为样本的局限。实验结果不仅验证了 HIR 代理

互动(任务)需求导向的调节效应, 还重复验证了组

织温暖感知和组织能力感知中介效应, 从而增强了

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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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rusting humanoid intelligent robots on employees’ job dedication intentions: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human−robot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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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s humanoid intelligent robots (HIRs)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into organizations to provide 

emotional and functional support, understanding and fostering human−robot trust has become a critical area of 

focu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ormation and impact of human−robot tru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que 

Agent Hypothesis. We propose that human−robot trust comprises two distinct dimensions: emotional repair trust 

and functional aiding trust. Among various forms of human−robot collaboration, self-repair and friendship-repair 

forms primarily trigger emotional repair trust, while intelligence-aiding and physical-aiding forms more 

effectively enhance functional aiding trust. Furthermore, employees who develop emotional repair trust (vs. 

functional aiding trust) in HIRs perceive there to be greater organizational warmth, which in turn strengthens their 

job dedication intentions. Conversely, employees who develop functional aiding trust (vs. emotional repair trust) 

in HIRs perceive there to be higher 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job dedication intentions. 

In addition, interaction orientation and task orientation are introduced as crucial situational moderators. 

    This research included one qualitative study and three quantitative studies. Study 1 (qualitative and 

experimental study) identified the two dimensions of human−robot trust and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ur forms of human−robot collaboration and trust. Study 2 (experimental study) verified how 

human−robot trust affects employees’ job dedication intentions through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 

and warmth. Study 3 (experimental study) tested how interaction and task orientations moderate these effect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Study 1 provided evidence that emotional repair trust and 

functional aiding trust are two distinct dimensions of human−robot trust.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self-repair 

and friendship-repair forms of human−robot collaboration elicited higher emotional repair trust than functional 

aiding trust, whereas both intelligence-aiding and physical-aiding forms led to higher functional aiding trust than 

emotional repair trust. Study 2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functional aiding trust led to higher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 but lower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warmth than did emotional repair trust. Further 

analysis (coded as 0 = emotional repair trust and 1 = functional aiding trust) in Study 2 revealed that the indirect 

effect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warmth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while the indirect effect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Study 3 showed that interaction orientation (task 

orientation) positively (negative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robot trust (coded as 0 = 

functional aiding trust and 1 = emotional repair trust) and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warmth while negatively 

(positively) mode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robot trust and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emerging field of machine behavior by embedding HIR into the network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and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human−robot trust on employees’ job dedication 

intention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employees’ trust in HIR agents’ emotional and functional 

support enhances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warmth and competence, promoting their job dedication intentions. 

This demonstrates that organizational support provided by HIR agents can generate positive effects, thereby 

enriching and expanding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heory. 

Keywords  humanoid intelligent robot, human−robot trust, emotional repair trust, functional aiding trust, employees’ 

job dedication int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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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研究 1 的质性研究 

1.1  访谈对象 

为了初步探索组织关系情境中人机关系信任的维度, 本研究拟通过访谈方式邀请访谈对象参与研究。现有研究指

出, 一项半结构深度访谈的样本可以小, 但必须多样化; 8 个访谈对象每人 30~60 分钟的访谈内容可以成为充分的样

本依据(邓新明, 2014; 曹剑琴 等, 2023)。遵循上述建议, 本研究受邀访谈的对象共 9 名(4 名男性, 5 名女性), 其中 3

名来自金融行业, 2 名来自美容整形行业, 1 名来自通信制造行业, 1 名来自房地产行业, 1 名来自工程投资建设行业, 1

名来自教育行业。他们中既有中高层管理人员, 也有基层工作人员和新入职员工, 平均从业 8.56 (SD = 6.13)年, 能够

充分表达有关“HIR 嵌入组织关系情境中人机关系信任”的看法。 

1.2  访谈内容 

第一部分访谈内容询问访谈对象在过去的工作经历中面临的问题, 比如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哪些方面

有不足, 要求尽可能详细地说明和举例。以及在工作场景中是否有过负面情绪、情感, 是什么导致的? 如果有则让其

对自己的经历进行描述。第二部分询问访谈对象对人机关系的了解程度和偏好, 例如“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听说人工

智能和 HIR (类人智能机器人)的? 请说说对人工智能和 HIR 的看法, 以及对人机关系的理解? 您相信在未来的工作中

HIR 可以与人类协作完成工作吗? 您认为 HIR 可以在哪些方面为您提供帮助? 您相信 HIR 可以帮助员工排解消极情

绪或弥补情感缺陷吗? 在哪些情境下, 您愿意让 HIR 对您进行心理疏导? 要求尽可能详细地说明和举例。如果您在工

作中遇到挫折(比如同事间出现矛盾或者工作表现不佳), 您是更愿意与人类管理者沟通还是更愿意与 HIR 进行沟

通? ”。第三部分询问访谈对象的一些基本信息, 如年龄、性别、从业时长、从事行业和职位等。 

1.3  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研究采用协商一致的质的研究方法(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 CQR)对数据进行分析(朱旭, 江光荣, 2011; 

Hill et al., 2005)。CQR 是一种定性分析研究方法。核心思想是通过邀请多名分析员组成 1 个研究小组引入多元视角, 对

半结构深度访谈中通过开放式问题收集的文本数据进行分析(Hill et al., 2005)。本研究邀请了具备 CQR 分析经验的 2

名博士生和 1 名硕士生组成研究小组, 对收集的 9 名访谈对象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数据分析包括四个主要步骤。第一, 

划分域(domain), 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访谈内容划分为几个话题范围。第二, 精炼核心观点(core idea), 即用更少和更

精准的词汇表达不同被试的访谈内容, 忠于原文原意。第三, 进行交叉分析(cross analysis), 即把反映了共同主题的核

心观点聚成类别。为了增加数据的稳定性, 借鉴朱旭和江光荣(2011)的研究, 先随机抽取 8 个个案进行交叉分析。由

研究小组协商讨论形成一致结果后, 将剩余个案加入, 检查类别是否有所变化。结果发现新增个案没有改变原有结

果。第四, 外部审核, 再邀请 1 名组外的博士生作为审计员, 复核研究小组的工作, 反馈建议, 减少群体思维的影响。

根据反馈建议, 科研小组经过反复讨论修正后, 最终形成共识。 

CQR 结果发现, 工作/组织场景中人机关系信任的基础是访谈对象期望 HIR 为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即组织

关系情境中的人机关系信任本质是在 HIR 辅助/修缮/协作人类的过程中产生的关系信任。与人机关系信任相关的内容

可分为 HIR 情感修缮信任和 HIR 功能辅助信任 2 个维度(域), 具体为自我修缮、友情修缮、智力辅助和体力辅助 4

种人机协作(类)。其中, HIR 情感修缮信任维度(域)包含自我修缮和友情修缮 2 种人机协作(类)。在访谈中, 有访谈对

象表露了长期工作导致的麻木倦怠等由个体心理因素导致的情感缺陷。这类访谈对象大多期望通过 HIR 的帮助来实

现自我提升, 并相信 HIR 能够实现对自我消极情绪的修缮。这不仅与自我修缮的定义较为一致, 还间接揭示了自我修

缮可以激发 HIR 情感修缮信任。还有访谈对象表达了对上级的不满和抵制, 对同事的愤怒无语和冷漠迟钝等外在因素

带来的消极情绪。这类消极情绪、情感往往伴随着组织中的人际关系破裂, 对“职场友情”带来严峻考验。访谈对象也

从不同程度表明, 职场中的 HIR 或许比人类同事更适合作为朋友, 愿意依赖 HIR 而不是人类。这些观点不仅与友情修

缮的定义较为契合, 还间接说明友情修缮能够促进 HIR 情感修缮信任。HIR 功能辅助信任维度(域)涉及智力辅助和体

力辅助 2 种人机协作(类)。在访谈中, 访谈对象相信 HIR 可以从智力(比如, 计算数理模型)和体力(比如, 收发快递)两

个方面辅助人类, 减少其框架性和程序性工作。这些观点与智力辅助和体力辅助的定义高度吻合的同时, 也间接论证

了智力辅助和体力辅助能够带来功能辅助信任。所有域、类及其下子类的结果呈现在附表 1 中, 表中还包括每个类别

的代表性个案及核心观点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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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人机关系信任维度: CQR 结果 

域(维度)、类及子类 个案(数) 代表性个案的核心观点举例 

1. HIR 情感修缮信任域(维度) 

(1)自我修缮   

重塑工作成就感 2 感觉没有得到预期的工作成就, 我会很不舒服、难过, 机器人的理性属性可以改善人类感性等

情感属性的缺陷, 我相信他能够将我从负面情绪旋涡中抽离出来; 进行到一半时发现花了很多

时间去探索的项目做不出来, 我常常会觉得工作没什么意思, 还会对自我产生怀疑, 机器人拥

有着对情绪进行调控和治愈的能力, 所以它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心理治愈师。 

缓解工作麻木倦怠感 2 每天兼顾运营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杂事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大内总管、维修工, 丧失工作热情、感

觉麻木, 通过机器人的心理辅助治疗, 我相信能有效提升我的工作热情和活力; 人工智能的出

现是对人类现有时间的延长, 或者说是某些认知的拓展, 能把我从重复琐碎的程序性工作中解

放, 所以人工智能激发了我的个人价值和工作热情。 

辅助反省缓解负罪感 2 工作状态不太好时, 可能会在工作中犯很多低级错误, 为此, 我感到非常自责懊悔。如果机器

人可以辅助我进行心理疏导和反省纠错, 我想它应该可以帮我消解我那部分过度的自责感; 在

工作中犯错以后, 我常常感到极度懊悔, 我愿意与机器人沟通复盘, 减轻负罪心理, 我相信这

比我独自承担会好得多。 

拓宽认知缓解焦虑 2 当我需要在短时间内去学习大量的新知识, 我会感到焦虑、压力和茫然无措, 类人机器人对焦

虑和压力的靶向修复能力, 相信会让我释然; 很多时候因为认知的局限, 我时常会陷入到“本

领恐慌”的焦虑中, 期待组织中引入机器人对员工心理和情绪进行辅助治疗, 我相信这能有效

打消庸人自扰的消极情绪。 

(2)友情修缮   

缓解部门或领导冲突导

致的人际负面情绪 

3 当领导的批评让我感到悲伤时, 机器人能够辅助我利用大数据分析原因和消除负面情绪, 所以

在组织中利用机器人修复情绪是值得推荐的; 平级两个部门之间或者两个单位之间因责任不

明晰, 流程不明确产生推诿, 让我对推诿部门的人员产生对立情绪, 采用机器人作为沟通的桥

梁, 能够有效缓解这种冲突带来的负面情绪; 有时, 由于上级的原因导致不同部门之间产生了

利益分配不均的情况, 对上级不满的负面情绪就会油然而生。由于我与机器人不会有利益冲突, 

这让我不用担心被背叛, 所以机器人是一个更好的情感交互对象。 

缓解同事之间工作冲突

导致的人际负面情绪 

3 是的, 我喜欢工作节奏慢一点, 这往往会和工作节奏拉得快的同事产生分歧, 我感觉我们相互

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冷漠、迟钝、甚至很少愿意去沟通。如果单位有一个能共情我、能理解我的

机器人, 我愿意寻求机器人的帮助, 向机器人倾诉这类情绪, 这样的我们也许就不会那么冷漠

和无情了吧; 有的同事经常把锅甩给我, 功劳归在自己头上。由于不用像担心人类朋友那样担

心机器人那么烦我, 所以我更放心把机器人当作情绪倾诉对象; 职场里可能遭遇同事背叛使我

陷入焦虑和难受情绪, 所以相比人类同事, 我更相信机器人。 

缓解同事之间社交冲突

导致的人际负面情绪 

2 同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本就让我不是很愿意与同事分享喜怒哀乐, 而且遇到大嘴巴同事很可

能在不经你同意的情况下, 扭头就把你讲的话告诉别人了, 我很讨厌这种没有分寸和边界感的

同事, 如果机器人可以深度融入到职场, 它更合适成为我的情感交互对象, 并能有效缓解我的

负面情绪; 有的同事心眼小、八卦, 经常在背后说三道四和造谣生事, 我对这样的同事很不爽、

也无语。相比人类, 我觉得机器人能更好地倾听和安慰我, 并赋予我工作中的积极能量。 

2. HIR 功能辅助信任域(维度) 

(3)智力辅助   

收集并解读资讯 3 在我感到收集信息的渠道匮乏时, 借助机器人强大的搜索引擎, 相信可以协助我完成这类工

作; 未来, 在工作中可以利用机器人的专业能力去收集、筛选和过滤信息, 从而提高我的工作

效率; 对于一些政策性的文件解读, 诸如 ChatGPT 等工具可能能力更强, 所以我觉得完全可以

依赖机器人。 

处理表格 2 像用表格汇总数据这类工作, 应该可以完全交给机器人来完成, 它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 诸如

求和、画图、做表之类常规性操作, 机器人的能力在不断地超越人类, 相信不久的将来它就可

以基本替代人类。 

文案写作 3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 机器人充当助手辅助完成文案性质的工作 , 我相信不会输给人类; 目

前, 机器人已经可以用来协助我们写工作总结和做活动策划等, 它是值得我信任的好助手; 将

来, 机器人可能陪同我一起完成投资项目的研判, 甚至它还能帮我进行投资陈述, 所以我认为

它可以成为像人类一样的工作伙伴。 

计算数据 2 如果机器人能够根据诉求去自动完成桥荷载模型的测算, 传输出最终结果, 那么就可以帮助非

专业人员、或者说不是这个领域的人把跨领域的工作干得更好; 在办业务开存单的过程中, 机

器人拥有超强的运算能力, 所以采用机器人做统计工作, 我觉得是可以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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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域(维度)、类及子类 个案(数) 代表性个案的核心观点举例 

2. HIR 功能辅助信任域(维度) 

(3)智力辅助   

生成式图片 2 我把一家三口在餐厅吃饭的场景用文字描述出来, 机器人能够理解这段文字, 并生成出我想要

的图片; 我认为, 将来的工作报告中是可以借助机器人根据我们提供的素材主动生成并添加图

片、影像之类的。 

培养新人 2 机器人可以提供工作上经验性的帮助, 比如说我是新入职的, 什么都不会, 但是机器人可以教

我, 或许我再也不需要人类师傅了; 作为一个新人, 当组织让我去处理很多本职工作以外的事

情, 我愿意借助机器人的能力来辅助我完成。 

秘书助理 2 在会谈中机器人可以用摄像头把对话的内容都记录下来, 当我遗忘了什么, 就可以问机器人, 

所以我觉得机器人是充当秘书的好角色; 机器人不但有记录、运算功能, 而且还有反馈、纠错

功能, 这些能力在工作中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认为机器人充当秘书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4)体力辅助   

跑腿性质 3 在职场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分身乏术的情况, 可以用 HIR 帮我们送水、泡茶、冲咖啡、打印复印、

收发快递等, 我相信它会做得很好; 将来或许有像酒店内送餐食和日用品的类人机器人一样, 

可以很好地完成对合同协议书、法律诉讼函等这些文件的收发整理, 并且全程监控; 当然, 我

愿意让类人机器人帮我做一些日常的参观接待和讲解。 

高强度高重复 3 搬运负重的时候, 人最多只能抬百来斤, 机器人载重可能上千斤, 所以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机器

是值得信任的; 工程建设中的拌合站, 全智能的钢筋加工厂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做; 机械化的这

种生产线, 以前需要员工把零件放到指定的位置, 现在使用机器人也做得一样好。 

有安全隐患的 1 将来一些工作强度大、危险性高, 或者一些特殊的工作环境可以依赖机器人, 比如桩基础的浇

灌, 人工操作会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拍照识别 3 之前的彩电工人是用肉眼去识别一个芯片模块, 现在机器人可能做得比人更好; 或许不久的将

来, 机器人代替我完成一些体力上的工作, 比如用机器人参与拍照, 我相信他会漂亮地完成任

务; 用机器人精准识别客户签名, 或做其他精准操作层面的工作, 我觉得是可以信赖的。 

说明: 表中的“机器人”是受访者对“类人智能机器人”省略的表达, 在受访前已经告诉访谈对象是类人智能机器人。 

 

1.4  讨论 

通过访谈发现员工在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可以分为自我修缮、友情修缮、智力辅助和体力辅助这 4 类问题。建立

在未来 HIR 兼具智商、情商和物理能力的前提下, 访谈对象相信这 4 类问题都可以通过 HIR 的帮助得到不同程度的

改善。在访谈中, 部分访谈对象也表达了他们对 HIR 中立或消极的观点。比如, 访谈对象 1 的看法就比较中立, 他说

“对于在组织中采用 HIR, 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只要能确保安全、不违反伦理, 我觉得组织可以根据员工自身的需

求相应地提供 HIR 协助”。比如, 访谈对象 4 和 5 就表达了较为消极的观点。访谈对象 4 的描述“我感觉让 HIR 提供

情绪价值好像有点难, 因为我始终会觉得它是一个机器人、程序化的电脑、没有感情, 除非它真的拥有了人类的情感,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 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我, 并与我共情”。访谈对象 5 的描述“HIR 应该做不了情绪的安抚, 我也

不寄希望于它”。 

事实上, 除了人机关系中的功能辅助倍受关注外, 人机关系中的情感因素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比如 MIT

媒体实验室 Picard (2003)所提出的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概念就是为了促进智能系统“情感交互”的发展, 

Röning 等(2014)关于服务机器人情感交互的研究, Novikova 和 Watts (2015)对人工情感(Artificial Emotions)的探索研究, 

以及让算法学会如何学习的元学习算法(Meta Learning)的发展都说明 HIR 具备情感交互能力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由此

可见, HIR 能否具备情感交互能力已经从技术问题演变成心理问题, 即愿不愿意相信 HIR 能够共情, 实现对员工的情

感修缮。 

附录 2: 研究 1 刺激物设计预测试 

为了探究人机关系信任的维度与形成。本研究根据人机协作的定义设计了 4 段文字材料作为刺激材料, 分别以

HIR 作为第一人称来描述组织关系情境中 HIR 与员工之间的 4 种人机协作, 包括自我修缮、友情修缮、智力辅助和体

力辅助。为了检验 4 段文字材料是否能够分别代表上述 4 种人机协作类型, 我们以线下便利抽样的形式招募了 19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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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银行工作人员进行了预测试。 

192 名参与者被随机分配阅读 4 种刺激材料中的 1 种, 然后让参与者评估以下 4 个题项作为人机协作类型的操纵

检验(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同意”)：“在上述特定情境中, (1)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HIR 能实现员工的自我修缮, 即

在多大程度上相信 HIR 能缓解成就动机低、自我效能感不足等员工个体的心理因素导致的情感缺陷; (2)你在多大程度

上同意 HIR 能实现员工的友情修缮, 即在多大程度上相信 HIR 能缓解同事间关系冲突等外在因素带来的员工个体负

面情绪/情感; (3)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HIR 能实现员工的智力辅助, 即在多大程度上相信 HIR 能提供计算、统计、分

析等方面的智力支持; (4)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HIR 能实现员工的体力辅助, 即在多大程度上相信 HIR 能提供诸如打

印、送文件、收发快递、搬运物品等体力辅助”。 

数据结果表明, (1)单样本 t 检验分析显示自我修缮组的参与者在较高程度上同意 HIR 能对员工进行自我修缮

(M 自我修缮 = 5.79, SD = 0.85, t(47) = 14.61, p < 0.001, d = 2.11, 与中值 4 比较)。单因素方差分析的事后多重比较(Tukey)

表明, 自我修缮组报告的自我修缮同意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三组(M 自我修缮 = 5.79 vs. M 友情修缮 =5.06, Tukey-adjusted p = 

0.02; M 自我修缮 = 5.79 vs. M 智力辅助 = 4.94, Tukey-adjusted p = 0.004; M 自我修缮 = 5.79 vs. M 体力辅助 = 4.46, Tukey-adjusted p < 

0.001)。(2)同理, 友情修缮组的参与者在较高程度上同意 HIR 能对员工进行友情修缮(M 友情修缮 = 5.88, SD = 0.89, t(47) = 

14.59, p < 0.001, d = 2.11, 与中值 4 比较), 且显著高于其他三组报告的友情修缮同意程度(M 友情修缮 = 5.88 vs. M 自我修缮 = 

5.15, Tukey-adjusted p = 0.01; M 友情修缮 = 5.88 vs. M 智力辅助 = 4.81,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友情修缮 = 5.88 vs. M 体力辅助 = 

4.58, Tukey-adjusted p < 0.001)。(3)智力辅助组的参与者在较高程度上同意 HIR 能对员工进行智力辅助(M 智力辅助 = 6.13, 

SD = 0.76, t(47) = 19.34, p < 0.001, d = 2.80, 与中值 4 比较), 且显著高于其他三组报告的智力辅助同意程度(M 智力辅助 = 

6.13 vs. M 自我修缮 = 5.52, Tukey-adjusted p = 0.033; M 智力辅助 = 6.13 vs. M 友情修缮 = 5.10,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智力辅助 = 

6.13 vs. M 体力辅助 = 4.85, Tukey-adjusted p < 0.001)。(4)体力辅助组的参与者在较高程度上同意 HIR 能对员工进行体力

辅助(M 体力辅助 = 6.08, SD = 0.92, t(47) = 15.71, p < 0.001, d = 2.26, 与中值 4 比较), 且显著高于其他三组报告的体力辅

助同意程度(M 体 力 辅 助  = 6.08 vs. M 自 我 修 缮  = 4.46,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体 力 辅 助  = 6.08 vs. M 友 情 修 缮  = 3.69,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体力辅助 = 6.08 vs. M 智力辅助 = 4.79, Tukey-adjusted p < 0.001)。这说明设计的 4 段文字刺激材

料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附录 3: 研究 1 刺激物设计图片(Nao V6 组和 Sophia 组) 
 
 

 

附图 1  Nao V6 描述自我修缮情境 
 

附图 2  Nao V6 描述友情修缮情境 
 
 
 

 

附图 3  Nao V6 描述智力辅助情境 
 

附图 4  Nao V6 描述体力辅助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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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Sophia 描述自我修缮情境 
 

附图 6  Sophia 描述友情修缮情境 
 
 
 

 

附图 7  Sophia 描述智力辅助情境 
 

附图 8  Sophia 描述体力辅助情境 
 
 

附录 4: 研究 1 刺激物设计预实验 

1.1  预实验 

1.1.1  参与者 

首先使用 G*Power 3.1 软件(Faul et al., 2007)计算研究所需样本量。以独立样本 t 检验为统计方式, 显著性水平 α 

= 0.05 且中等效应量(d = 0.5), 为了达到 90%统计检验力, 预实验至少需要 172 名参与者。预实验通过线下便利抽样

的方式, 以 B 银行员工为对象。一共招募 205 名员工, 剔除掉未通过注意力检查、极端值和回答过于一致的参与者后, 

最终获得 182 份有效数据, 其中 Nao V6 组 91 人, Sophia 组 91 人。包括在职男性 77 名(42.3%), 在职女性 105 名(57.7%), 

平均年龄 M = 32.21 岁, SD = 9.85 岁。参与者的学历包括, 专科及以下 35 名(19.2%), 本科 115 名(63.2%), 硕士 24 名

(13.2%), 博士 8 名(4.4%)。所有参与者均自愿参加实验且知情同意, 通过注意力检查的参与者在实验结束之后获得相

应实验礼品。 

1.1.2  实验设计与程序 

在预实验开始的 10 天前, 所有参与者在员工群里按公司的要求观看了一段关于 HIR 发展现状与未来的视频 1, 以

增加参与者对 HIR 的了解。10 天后开始预实验, 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 Nao V6 组或 Sophia 组。首先向参与者描述：

有朝一日, 当 HIR 融入你的工作情境, 人机协作必然成为组织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然后按照随机顺序向参与者展示 4

张 Nao V6 (或 Sophia)以第一人称描述的组织中人机协作类型的刺激图片。为了检查操纵有效性, 还要求参与者回答

与预测试一样的人机协作类型操纵检验问题。4 张刺激图片全部展示后, 还要求参与者报告对 HIR 的恐慌不适感

(Mende et al., 2019)：“这个 HIR 让我感到毛骨悚然/怪异/不自然” (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同意”)。最后收集了性

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三项人口统计学信息。 

1.1.3  数据分析与结果 

操纵检验。单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Sophia 组参与者对自我修缮(M 自我修缮- Sophia = 5.64, SD = 1.30, t(90) = 12.06, p < 

                       

1 视频来自哔哩哔哩官方网站 , 视频链接为：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j4112769/?buvid=ZE4109E3EA14F6CF46A78807-
A01F7785C206&is_story_h5=false&mid=ddpE763pk42jJVvxy4FhuA%3D%3D&p=1&plat_id=120&share_from=ugc&share_medium=ip
hone&share_plat=ios&share_session_id=69151049-B808-4A95-A96A-BE59BD9B752A&share_source=WEIXIN&share_tag=s_i&timesta
mp=1693553050&unique_k=dzhCCaa&up_id=121908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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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d = 1.26)、友情修缮(M 友情修缮- Sophia = 5.97, SD = 0.90, t(90) = 20.85, p < 0.001, d = 2.19)、智力辅助(M 智力辅助- Sophia = 

6.13, SD = 0.81, t(90) = 25.24, p < 0.001, d = 2.63)和体力辅助(M 体力辅助- Sophia = 6.30, SD = 0.90, t(90) = 24.33, p < 0.001, 

d =2.56)的评价均显著高于中值 4。单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Nao V6 组参与者对自我修缮(M 自我修缮- Nao V6 = 5.52, SD = 1.02, 

t(90) = 14.25, p < 0.001, d = 1.49)、友情修缮(M 友情修缮- Nao V6 = 5.75, SD = 0.85, t(90) = 19.59, p < 0.001, d = 2.06)、智力辅

助(M 智力辅助- Nao V6 = 6.07, SD = 0.84, t(90) = 23.44, p < 0.001, d = 2.46)和体力辅助(M 体力辅助- Nao V6 = 6.29, SD = 0.87, t(90) = 

24.98, p < 0.001, d = 2.63)的评价均显著高于中值 4。 

进一步地,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Sophia 组和 Nao V6 组的参与者在自我修缮(M 自我修缮- Nao V6 = 5.52, SD = 1.02, M

自我修缮- Sophia = 5.64, SD = 1.30, t(180) = −0.70, p = 0.484)、友情修缮(M 友情修缮- Nao V6 = 5.75, SD = 0.85, M 友情修缮- Sophia = 5.97, 

SD = 0.90, t(180) = −1.69, p = 0.092)、智力辅助(M 智力辅助- Nao V6 = 6.07, SD = 0.84, M 智力辅助- Sophia = 6.13, SD = 0.81, t(180) = 

−0.54, p = 0.59)和体力辅助(M 体力辅助- Nao V6 = 6.29, SD = 0.87, M 体力辅助- Sophia = 6.30, SD = 0.90, t(180) = −0.08, p = 0.933)评

价上均没有显著差异。 

恐慌不适感。单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Sophia 组参与者报告的恐慌不适感显著低于中值 4(M 恐慌不适-Sophia = 2.89, SD = 

1.77, t(90) = − 5.97, p ＜ 0.001, d = 0.63); Nao V6 组参与者报告的恐慌不适感也显著低于中值 4(M 恐慌不适-Nao V6 = 2.08, 

SD = 1.19, t(90) = −15.48, p ＜ 0.001, d = 1.61)。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Sophia 组参与者报告的恐慌不适感显著

高于 Nao V6 组(M 恐慌不适-Nao V6 = 2.08, SD = 1.19, M 恐慌不适-Sophia = 2.89, SD = 1.77, t(157.06) = −3.64, p ＜ 0.001, d = 0.54)。 

1.1.4  讨论 

预实验结果表明, Nao V6 组和 Sophia 组两组参与者对 4 组刺激材料的评价不存在显著差异。另外, 在恐慌不适

感上, 首先 Nao V6 组和 Sophia 组都显著低于恐慌不适感的中值 4, 说明从整体均值来看 Nao V6 组和 Sophia 组均不

会让参与者产生恐慌不适感。即本研究选取的偏卡通 HIR (Nao V6)和偏真人 HIR (Sophia)均不会引发恐怖谷效应。为

了更好的判断应该将哪一种 HIR 运用到正式研究中, 本文对两组 HIR 外形恐慌不适感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 相较于

Nao V6 组, Sophia 组的 HIR 外形让参与者有更高的恐慌不适感。究其原因是因为 Sophia 组的方差波动较大, Sophia

组有 19.8%的参与者对 Sophia 外形的恐慌不适感评分高于中值; 而 Nao V6 组中仅有 4.4%。也就是说, 虽然从整体来

看 Nao V6 组和 Sophia 组的恐慌不适感均值都较低, 但是 Sophia 组中有相当一部分参与者仍然对 Sophia 外形感到恐

慌不适, 随着样本量的扩大这种波动可能会使 Sophia 组整体均值上升。此外, Nao V6 为中性性别, 可以避免性别特征

带来的偏差影响测试的准确性(Desideri et al., 2018)。综上, 为了降低由于 Sophia 的 HIR 外形导致人机关系信任偏差, 

对研究结果稳健性产生影响, 正式实验选取 Nao V6 组刺激图片作为刺激物, 以便验证自我修缮和友情修缮主要激发

HIR 情感修缮信任, 而智力辅助和体力辅助则主要激发 HIR 功能辅助信任。 

附录 5: 研究 2 刺激材料 

1.1  HIR 情感修缮信任组材料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HIR 开始嵌入组织关系场景, 给员工提供帮助。 

乔在一家跨国公司任职, 因为工作性质, 经常需要在世界各地处理工作。不停的变换工作环境导致缺乏稳定的同

事友谊关系, 使他经常感到孤独。 

公司为员工配置了 HIR 欧迪。 

欧迪不仅能够倾听他的喜怒哀乐, 而且能够像朋友一样与他聊天, 这让他感到很放松和非常亲切。 

1.2  HIR 功能辅助信任组材料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HIR 开始嵌入组织关系场景, 给员工提供帮助。 

乔在一家跨国公司任职, 因为工作性质, 经常需要在世界各地处理工作。要快速适应各个国家的工作节奏和完成

跨国任务, 使乔经常感到吃力。 

公司为员工配置了 HIR 欧迪。 

欧迪不仅能快速便利地为乔处理诸如打印、寄取快递和跑腿等体力劳动, 还能高效准确地协助乔完成资料整理和

数据分析等智力工作, 这让乔感到压力减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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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四种人机协作类型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的影响研究 

1.1  参与者 

采用 G*Power 3.1 软件(Faul et al., 2007)计算本实验所需样本量, 对于本实验适用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取中等效

应量 f = 0.25, 显著性水平 α = 0.05, 组数为 4, 要达到 80%的统计检验力至少需要 180 名参与者。在某农业科技公司

以便利抽样的方式线下招募 240 名员工随机分配到 4 种情境中(自我修缮 vs. 友情修缮 vs. 智力辅助 vs. 体力辅助)

任意一种。剔除掉“没有经历过实验要求回忆的工作经历”、“不愿意向 HIR 阐述工作问题和寻求帮助”的参与者, 最终

确定 197 名有效参与者, 包括男性 114 名(57.9%), 女性 83 名(42.1%), 平均年龄 M = 30.27 (SD = 8.49)岁。其中自我修

缮组 49 名, 友情修缮组 50 名, 智力辅助组 48 名, 体力辅助组 50 名。参与者的学历包括, 专科及以下 22 名(11.2%), 本

科 132 名(67%), 硕士 37 名(18.8%), 博士 6 名(3%)。所有参与者均自愿参加实验且知情同意, 并在实验结束之后获得

相应礼品。 

1.2  实验程序 

首先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 4 种(自我修缮 vs. 友情修缮 vs. 智力辅助 vs. 体力辅助)情境中的任一情境。要求参

与者想象：你所在组织充分了解你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后, 决定引进 HIR 到组织, 以推动你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引

进的 HIR 除了有人形实体外, 还可以与你进行互动交流和协助你的工作。当你在组织第一次见到 HIR 时, HIR 主动向

你打了招呼并进行了自我介绍。接着参与者观看 4 种 HIR 自我介绍图片中的一种, 自我介绍的内容如附表 2 所示, 细

节详见附录 6b。 

然后, 参与者被要求回忆曾经的工作经历。自我修缮组被要求回忆：“是否经历过工作表现不佳导致自我否定和

自我怀疑等情感缺陷”。友情修缮组被要求回忆：“是否经历过与同事人际关系不和谐导致焦虑生气等负面情绪”。智

力辅助组被要求回忆：“是否经历过搜集资料这类框架性智力工作”。体力辅助组被要求回忆：“是否经历过打印跑腿

这类重复性体力工作”。回答“是”的参与者还被要求尽可能的回忆细节, 回答“否”的参与者结束流程。自我修缮组有 5

名、友情修缮组有 3 名、智力辅助组有 7 名、体力辅助组有 4 名参与者表示没有过相关经历, 共计 19 名参与者退出

实验。 

随后询问参与者：“如果此刻再次面临上述回忆的工作经历情境, 你是否愿意向 HIR 阐述面临的工作问题？”, 选

择“愿意”的参与者将观看有关 HIR 回应“阐述的工作问题”的图片。自我修缮组有 3 名、友情修缮组有 8 名、智力辅助

组有 4 名、体力辅助组有 2 名, 共计 17 名参与者回答“不愿意”, 退出实验。紧接着其他参与者再次被要求选择：“是

否愿意向 HIR 寻求解决办法？”, “愿意”的参与者将继续观看 HIR 提供建议的图片。其中自我修缮组有 3 名、友情修

缮组有 1 名、智力辅助组有 2 名、体力辅助组有 1 名, 共计 7 名参与者回答“不愿意”, 退出实验。最后, 参与者向 HIR

表达谢意后, HIR 结束互动。HIR 在不同情境的互动流程和行为示例如附表 2 所示, 完整的交流互动刺激材料详见附

录 6b。在自我修缮组和友情修缮组中, HIR 不仅响应参与者的指令, 还能共情参与者, 强化了参与者与 HIR 交流的情

感体验, 从而完成相应的情感修缮。在智力辅助组和体力辅助组中, 虽然 HIR 缺乏共情能力, 但能响应参与者的指令

完成任务, 提供相应的功能辅助。 

最后, 共有 197 名参与者被要求填写与研究 2 相同的组织温暖感知(α = 0.89)、组织能力感知(α = 0.82)、员工工

作贡献意愿(α = 0.79)测量题项, 与研究 1 相同的操纵检验题项以及人口统计相关变量。 
 
 

附表 2  HIR 在不同协作情境的互动流程和行为示例 

互动流程 自我修缮 友情修缮 智力辅助 体力辅助 

初始互动 HI, 我是 HIR 小可, 是你

工作中的知心助手。每个

人都有短板和不足, 每个

人都不可能成为完人, 小

可愿意与你一起塑造一个

更加完善的自己。 

HI, 我是 HIR 小可, 是你

工作中的知心助手。当你

不善处理与同事的人际关

系, 或者感受到工作压力

和烦恼时, 小可愿意做你

的朋友陪伴你喔。 

HI, 我是 HIR 小可, 是你

工作中的得力助手。我可

以完成海量的信息搜集、

数据处理分析和帮助编辑

润色文本等工作, 小可很

乐意为你效劳喔。 

HI, 我是 HIR 小可, 是你

工作中的得力助手。我可

以完成泡茶、跑腿、打印

文件、传递资料等工作 , 

小可很乐意为你效劳喔。

 

参与者向 HIR

阐述工作问题 

是否共情: 是 

能否理解问题: 能 

是否共情: 是 

能否理解问题: 能 

是否共情: 否 

能否理解问题: 能 

是否共情: 否 

能否理解问题: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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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互动流程 自我修缮 友情修缮 智力辅助 体力辅助 

参与者向 HIR

寻求解决办法 

提供建议, 获得认可。 提供建议, 获得认可。 提供建议, 获得认可。 未提供建议, 执行人类的

建议。 

结束互动 别客气, 我会一直在这里

陪你完善自己的。小可希

望你能开心。 

别客气, 我会一直在这里

永远做你的朋友。小可希

望你能开心。 

不客气。 不客气。 

 

1.3  数据分析与结果 

操纵检验。数据结果表明, (1)单样本 t 检验分析显示, 自我修缮组在较高程度上同意 HIR 能对员工进行自我修缮

(M 自我修缮 = 5.73, SD = 1.08, t(48) = 11.29, p < 0.001, d = 1.60, 与中值 4 比较)。单因素方差分析的事后多重比较(Tukey)

表明, 自我修缮组报告的自我修缮同意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三组(M 自我修缮 = 5.73 vs. M 友情修缮 =5.00, Tukey-adjusted p = 

0.012; M 自我修缮 = 5.73 vs. M 智力辅助 = 4.23,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自我修缮 = 5.73 vs. M 体力辅助 = 4.32, Tukey-adjusted p < 

0.001)。(2)同理, 友情修缮组在较高程度上同意 HIR 能对员工进行友情修缮(M 友情修缮 = 5.76, SD = 1.04, t(49) = 11.95, p 

< 0.001, d = 1.69, 与中值 4 比较), 且显著高于其他三组报告的友情修缮同意程度(M 友情修缮 = 5.76 vs. M 自我修缮 = 4.98, 

Tukey-adjusted p = 0.028; M 友情修缮 = 5.76 vs. M 智力辅助 = 3.96,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友情修缮 = 5.76 vs. M 体力辅助 = 4.16, 

Tukey-adjusted p < 0.001)。(3)智力辅助组在较高程度上同意 HIR 能对员工进行智力辅助(M 智力辅助 = 5.92, SD = 1.01, 

t(47) = 13.19, p < 0.001, d = 1.90, 与中值 4 比较), 且显著高于其他三组报告的智力辅助同意程度(M 智 力 辅 助  = 5.92 vs. 

M 自我修缮 = 4.84,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智力辅助 = 5.92 vs. M 友情修缮 = 4.82,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智力辅助 = 5.92 vs. 

M 体力辅助 = 4.34, Tukey-adjusted p < 0.001)。(4)体力辅助组在较高程度上同意 HIR 能对员工进行体力辅助(M 体力辅助 = 5.92, 

SD = 1.34, t(49) = 10.15, p < 0.001, d = 1.43, 与中值 4 比较), 且显著高于其他三组报告的体力辅助同意程度(M 体力辅助 = 

5.92 vs. M 自我修缮 = 3.57,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体力辅助 = 5.92 vs. M 友情修缮 = 3.66,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体力辅助 = 

5.92 vs. M 智力辅助 = 4.10, Tukey-adjusted p < 0.001)。因此, 4 种人机协作情境操纵成功。 

员工工作贡献意愿。以组别(自我修缮 = 1, 友情修缮 = 2, 智力辅助 = 3, 体力辅助 = 4)作为因子, 员工工作贡

献意愿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组间无显著差异(F(3, 193) = 1.13, p = 0.339)。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 具体见附表 3。 

组织温暖感知。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间有显著差异(F(3, 193) = 17.91, p < 0.001, η2 = 0.22)。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 具体见附表 3。进一步事后多重比较(Tukey)分析发现, 自我修缮组与友情修缮组在组织温暖感知上无显著

差异(Tukey-adjusted p = 0.99); 智力辅助组的组织温暖感知著高于体力辅助组(Tukey-adjusted p = 0.015)。此外, 自我

修缮组与友情修缮组两组报告的组织温暖感知均显著高于智力辅助组与体力辅助(M 自我修缮组 = 5.71 vs. M 智力辅助组 = 5.19, 

Tukey-adjusted p = 0.006; M 自我修缮 = 5.71 vs. M 体力辅助组 = 4.71,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友情修缮组 = 5.67 vs. M 智力辅助组 = 

5.19, Tukey-adjusted p = 0.015; M 友情修缮组 = 5.67 vs. M 体力辅助 = 4.71, Tukey-adjusted p < 0.001)。 

组织能力感知。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间有显著差异(F(3, 193) = 41.18, p < 0.001, η2 = 0.39)。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 具体见附表 3。进一步事后多重比较(Tukey)分析发现, 智力辅助组和体力辅助组在组织能力感知上无显著

差异(Tukey-adjusted p = 0.88); 自我修缮组和友情修缮组在组织能力感知上也无显著差异(Tukey-adjusted p = 0.158)。

此外, 智力辅助组和体力辅助组两组报告的组织能力感知均显著高于自我修缮组与友情修缮组(M 智 力 辅 助 组  = 6.13 vs. 

M 自我修缮组 = 5.07,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智力辅助组 = 6.13 vs. M 友情修缮组 = 4.76,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体力辅助组 = 6.02 

vs. M 自我修缮组 = 5.07, Tukey-adjusted p < 0.001; M 体力辅助组 = 6.02 vs. M 友情修缮组 = 4.76, Tukey-adjusted p < 0.001)。 
 

附表 3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组别 

员工工作贡献意愿 组织温暖感知 组织能力感知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自我修缮组 5.76 0.77 5.71 0.89 5.07 0.81 

友情修缮组 5.61 0.79 5.67 0.63 4.76 0.86 

智力辅助组 5.90 0.68 5.19 0.69 6.13 0.58 

体力辅助组 5.81 0.89 4.71 0.89 6.02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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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讨论 

研究结果验证了自我修缮、友情修缮、智力辅助和体力辅助在员工工作贡献意愿上无显著组间差异。还进一步

厘清了, 自我修缮组和友情修缮组在组织温暖感知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智力辅助组和体力辅助组在组织能力感知上

也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 自我修缮组和友情修缮组报告的组织温暖感知均显著高于智力辅助组和体力辅助组; 智力

辅助组和体力辅助组报告的组织能力感知均显著高于自我修缮组和友情修缮组。 

研究通过分析不同人机协作类型如何影响员工的心理感知和工作贡献意愿, 为组织如何运用这四种人机协作类

型提供了更加明确和详细的指导。首先, 组织管理者应该明确四种协作类型均能有效提升员工工作贡献意愿, 并无优

劣之分。其次, 组织管理者应根据组织特定需求选择匹配的协作类型, 才能有效提升员工工作贡献意愿。比如, 在需

要提升员工对组织的情感依赖和归属感(即组织温暖感知)时, 应优先采用自我修缮或友情修缮的协作形式向员工提供

心理健康支持等关怀措施。而在关注如何提升组织效率或解决问题(即组织能力感知)时, 则应更多依赖智力辅助和体

力辅助的协作形式, 优化工作流程和资源配置, 确保员工能够在高效的环境中工作。最后, 研究还列举了 HIR 代理在

四种协作类型下的互动流程和行为示例, 为组织落地人机协作提供了更具体的操作细节。例如, 情感修缮与功能辅助

的关键区别在于, HIR 代理在协作过程中能否与员工共情, 并及时提供相应反馈。 

附录 6b: 四种人机协作类型的影响研究刺激材料 

[所有参与者阅读]:  

你所在单位充分了解你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后, 决定引进 HIR 到单位, 以推动你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引进的

HIR 不仅有人形实体, 还可以与你交流互动。当你第一次在办公室见到 HIR, 它主动向你打了招呼并进行了自我介绍。 

[参与者接着阅读以下 4 种自我介绍中的 1 种]:  
 

 

图 1  自我修缮情境 
 

图 2  友情修缮情境 
 
 

 

图 3  智力辅助情境 
 

图 4  体力辅助情境 
 

[然后要求参与者回忆以下 4 种工作经历中的 1 种]： 

自我修缮情境：你是否经历过工作表现不佳导致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等情感缺陷?  

友情修缮情境：你是否经历过与同事人际关系不和谐导致对同事的焦虑生气等负面情绪?  



 心    理    学    报 第 57 卷 

 

智力辅助情境：你是否经历过搜集资料这类框架性智力工作?  

体力辅助情境：你是否经历过打印跑腿这类重复性体力工作?  

[有过相关经历的参与者还被要求尽可能的回忆细节, 并回答]:  

如果此刻再次面临上述回忆的工作经历情境, 你是否愿意向 HIR 阐述面临的工作问题?  

[回答“愿意”的参与者将阅读以下 4 种情境中的 1 种]:  
 
 

 

图 1  自我修缮情境 
 

图 2  友情修缮情境 
 
 

 

图 3  智力辅助情境 
 

图 4  体力辅助情境 
 

 [随后所有参与者回答]: 你是否愿意向 HIR 寻求解决办法?  

[回答“愿意”的参与者将阅读以下 4 种情境中的 1 种]:  
 
 

 

图 1  自我修缮情境 
 

图 2  友情修缮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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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智力辅助情境 
 

图 4  体力辅助情境 
 

附录 7: 研究 3 刺激材料 

1.1  HIR 情感修缮信任组材料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HIR 开始嵌入组织关系场景, 给员工提供帮助。 

我在一家跨国公司任职, 因为工作性质, 经常需要在世界各地处理工作。不停的变换工作环境导致缺乏稳定的同

事友谊关系, 使我经常感到孤独。 

公司为员工配置了 HIR 欧迪。欧迪看上去非常像人类, 而且非常友好。 

欧迪不仅能够倾听我的喜怒哀乐, 而且能够像朋友一样与我聊天, 这让我感到很放松和非常亲切。 

1.2  HIR 功能辅助信任组材料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HIR 开始嵌入组织关系场景, 给员工提供帮助。 

我在一家跨国公司任职, 因为工作性质, 经常需要在世界各地处理工作。要快速适应各个国家的工作节奏和完成

跨国任务, 使我经常感到吃力。 

公司为员工配置了 HIR 欧迪。欧迪看上去非常像人类, 而且非常友好。 

欧迪不仅能快速便利地为我处理诸如打印、寄取快递和跑腿等体力劳动, 还能高效准确地协助我完成资料整理和

数据分析等智力工作, 这让我感到压力减少了许多。 
 


